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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試圖運用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探討華人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是否分

別透過正向與負向的地位階層機制（知覺地位感、服從不貳），對部屬的建言行

為產生雙面刃的效果。除此之外，本研究亦進一步探究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對於

兩種地位階層機制的調節作用。本研究以採用主管－部屬配對的問卷調查法，收

集台灣企業組織的資料，總計回收 181 筆對偶式資料。結果顯示，個人關係會同

時透過提升部屬的知覺地位感與服從不貳，分別對部屬建言產生正向及負向的預

測效果。此外，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會強化知覺地位感的中介效果，並且會弱化

服從不貳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之意涵、理論及實務貢獻、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

究方向，將在後續章節進行討論。 

 

關鍵字：華人關係、建言行為、關係取向二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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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Chinese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on Voice Behavior 

 

Yu-Hao Chen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binary model of Chinese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the current study 

tend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personal 

guanxi) and subordinate voice behavior are mediated by two hierarchy-related 

mechanisms (perceived status and subordinate obedience), making the effect of 

guanxi on voice become a double-edged sword.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ordinates’ perceived power difference on the 

two hierarchical mechanisms. Using 181 pair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dyads in 

Taiwanese enterprises,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s subordinate voic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through 

subordinates’ perceived status and their obedience. Furthermore, subordinates’ 

perceived power difference strengthen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erceived status but 

weaken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loyalty. The implication of resul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later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Chinese guanxi, voice behavior, binary model of Chinese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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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欲立足於複雜而變化迅速的現代社會，組織需要兼備持續改變進步與及早察

覺潛在問題的能力，如此，員工建言（employee voice）的重要性便得以彰顯。

員工建言是指員工自發地提出工作相關議題上有建設性的想法、資訊或建議，並

期望帶來進步與改變（Morrison, 2011; Van Dyne & LePine, 1998），員工在組織中

的建言既能發揮提升組織效能、改善制度與決策之功，亦能達到偵查錯誤、防範

潛在問題發生之效（LePine & Van Dyne, 1998; Morrison & Milliken, 2000），可謂

是「興利除弊」之舉，也因此無論是組織研究者或實務管理者皆重視其價值。 

縱使建言的重要性其來有自，實務現場或是學術研究皆指出組織中的員工普

遍不願輕易提出建言，其一重要原因在於建言伴隨而來的風險。具體而言，建言

本身是一種改變導向（change-oriented）的行為，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往往意味著

對於現況的不滿與挑戰，建言提出者容易讓自己被其他組織成員視為製造問題或

是單純抱怨的麻煩人物，同時也可能讓接收建言者感受到威脅，進而引起負面的

結果（Liu et al., 2010; Milliken et al., 2003）。而在華人組織中，建言更是少見，

這是因為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強調上下之間的階層關係以及人際互動之間的合

理安排，以利維繫社會和諧（Li & Sun, 2015; Yang, 1993; Zhang et al., 2015）。在

這樣的背景下，建言此類有如挑戰上級與權威般的表達（Detert & Edmondson, 

2011），在華人的認知裡往往是一種具有潛在衝突性而不適合的行動。因此，相

較於西方文化倡議平等與不避諱衝突（confrontation）的組織情境，華人員工試

圖在強調上下關係分明與人際和諧的組織情境中展現建言行為，往往更是不易之

舉。根據以上所述，如何促使華人的員工去打破沉默而提出建言，應是一重要而



doi:10.6342/NTU202101663

2 

 

富含挑戰性的議題。 

在華人的社會情境中，個體與群體相當重視人際之間的互動關係，楊國樞即

認為華人具有凡事以關係為依歸來進行互動的運作模式，這種運作模式可稱之為

「關係取向」；楊國樞並進一步強調人際關係在華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與突出性

（Yang, 1993）。而在過往的組織研究中，便有證據指出在華人職場中，關係背後

的運作規則確實會影響員工知覺到提出建言是否合適、有無風險及是否有效

（Davidson et al., 2017）。另外，也有研究發現與主管關係較好的部屬，較容易得

到與主管進行溝通討論、參與主管決策的機會（Chen & Tjosvold, 2006），關係甚

至比起一位員工的組織自尊及心理擁有感更能夠預測其是否提出建言（Wang et 

al., 2010），這些研究結果皆突顯出華人社會中的關係對於員工是否建言是相當重

要的影響因素。值得一提的是，過往的實徵研究多採用主管部屬交換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的觀點，指出透過彼此互利互惠與社會交換的

運作機制，交換關係能夠提高部屬建言的意願（e.g., Burris et al., 2008；Van Dyne 

et al., 2008）；然而，探究華人文化的研究者則認為，不同的文化傾向於發展不同

類型的關係模式（relational model），若將交換關係直接適用於華人情境中，將會

忽略華人文化的獨特性（Chen et al., 2009）。有別於交換關係，華人情境中的主

管部屬關係（guanxi）捕捉到具有文化意涵的社會規範以及公私領域混合性（Chen 

& Chen, 2004），更完整地刻畫出華人主管部屬之間互動的樣貌，並在近年來相

繼獲得實徵研究的驗證（e.g., Davidson et al., 2017）。因此，在探究華人關係與建

言的議題上，主管部屬的華人關係應更為貼切。 

回顧過往相關的建言文獻，對於「華人職場中的主管部屬之間的關係如何影

響部屬的建言行為」之問題，既有研究仍有些不一致的看法。具體而言，多數研

究認為關係會透過特定正向機制提升部屬建言。例如 Song 等人（2017）提出主

管部屬關係能透過心理意義感與心理安全感以促進部屬的建言，Wang 等人

（2016）亦檢驗主管部屬關係是透過心理擁有感與心理賦權來提升部屬的建言行

動；上述研究皆認為主管部屬的關係對於部屬的建言效果是正向而促進的。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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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亦有研究提出了不相同的看法。Davidson 等人（2017）即發現了有趣的結

果：華人關係中對主管展現尊敬與服從的面向，可能會使部屬減少建言；此意味

了，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建言可能蘊含著負向的機制。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華

人主管部屬的關係對於建言究竟是具有正向或負向的效果？探索此問題，可能使

華人關係在職場建言中所扮演之角色的複雜性得以釐清。 

雖然過去檢視華人主管－部屬關係與部屬建言之關聯性的研究不在少數，針

對前段所述之研究結果不一致的議題，本研究認為仍有數個缺口有待處理，亦即

在「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的效果」之議題上，應仍有研究問題有待探討和解決。

首先，過去的研究各自提出了眾多解釋，來檢驗華人關係對於建言的效果，諸如

部屬的心理擁有感、心理賦權、心理意義感、以及心理安全感，皆可作為關係正

向預測建言的解釋機制（Wang et al., 2016; Song et al., 2017）。然而，此類研究皆

較單向地將華人主管與部屬的關係視為建言行為的促進因素。雖然有學者提及華

人關係具有負向預測建言的效果（e.g., Davidson et al., 2017），目前仍未有研究以

完整的觀點來處理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在研究成果上不一致的問題。另外，

雖然過往研究已試圖探究關係影響部屬建言的中介心理機制，至今累積的研究成

果卻僅論及正向的機制，關係與建言的負向機制至今仍未見更多的探究。本研究

認為，既然華人主管部屬關係本身即擁有較為獨特而複雜的內涵，並可能同時對

於部屬是否願意提出建言具有正向以及負向的雙向預測效果，即應能同時去探究

其中不同效果的心理狀態，嘗試捕捉華人關係到建言的複雜內在心理機制。因此，

既有研究仍留有此第一個缺口。 

針對上述的研究缺口，本研究欲以華人關係的二元觀點（黃懿慧，2002）來

解釋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同時存有的正負向機制。此二元觀點分別說明

了華人關係中兩種並存的面向：關係的理性交換面（關係理性模式）以及關係的

義務規範面（關係中心模式）。此兩種並存的面向，一方面能解釋華人關係如何

讓部屬考量到關係對建言的好處，進而增加建言；另一方面亦能解釋華人關係如

何讓部屬考量到自身的義務與規範，進而減少建言。本研究運用二元觀點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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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關係對建言的影響機制：在關係理性模式中，部屬得以藉由自己與主管的關

係獲得更高的地位感受，理性考量關係對於建言的效益，並利用自身的地位感來

進行建言；在關係中心模式中，部屬則是從關係中知覺到自身應服從主管，以履

行自身的義務規範與維繫關係，進而不建言。透過上述觀點，本研究掌握地位與

既定階層秩序在華人文化情境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以更為完整而貼合華人組織

實況的論點，分別論述華人部屬在關係中不同面向的兩種階層地位機制；亦即，

部屬在藉由關係提高地位感（上位者感受）的同時，亦知覺自身在關係中應有的

階層位置和義務（下位感感受）。藉此，本研究得以釐清關係到建言的雙面刃效

果（回應第一個缺口）。 

過往的關係－建言研究提出了各種疆界條件（boundary condition）作為關係

與建言之間連結的調節因素，諸如部屬知覺的工作控制感或程序公平皆能扮演關

係與建言的調節角色。在華人組織的情境下，研究者多指出華人主管部屬之間多

具有較為明顯的階層與權力關係（Li & Sun, 2015）；而更有研究直接指出，個體

在職場中的行動會受到權力的影響，其中員工建言的意願即與權力息息相關

（Islam & Zyphur, 2005）。因此，有學者呼籲更多研究者能夠探究權力相關的情

境因素對於關係－建言的調節效果（e.g., Davidson et al., 2017）；儘管如此，至今

得到的回應仍不多，也因此成為研究欲討論的第二個缺口。 

針對上述缺口，本研究主張部屬知覺自己與主管在權力上的差距能同時調節

二元觀點中的兩種機制。主要原因在於：部屬與主管的相對權力或地位會影響部

屬如何知覺與解釋主管的行為（Ferguson et al., 2010; Ratcliff et al., 2012）。具體

而言，華人社會中關係與階層是相互交織運作的（Liu, 2015），而部屬知覺之權

力差距感本身與關係及階層兩者皆有強烈之連結；因此，部屬知覺之權力差距感

能在關係二元的兩種階層機制中（即知覺地位感與服從不貳此二中介效果）發揮

不同的功能，並可作為具有文化意義的情境因素，來調節華人關係與建言之間的

關係（回應第二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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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有二：（1）在關係的二元觀點下驗證部屬知覺

地位感與服從不貳在華人主管部屬關係與建言之間的正向與負向影響歷程，以及

（2）探討部屬知覺之權力差距如何調節二元觀點下正負向路徑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預期能在華人關係與部屬建言之議題上帶來三項主要的貢獻。首先，

既往的相關研究多是從交換的理論觀點，來驗證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於部屬職場

效能的增益效果，而部屬建言亦是關係所帶來的效益之一，亦即學者多認為關係

能正向預測建言。然而，本研究藉由理解並運用華人關係中內涵的階層特性，主

張部屬與主管的關係會促發兩種不同的階層機制：華人關係在提升部屬地位感的

同時，亦賦予其身為關係中下位者的既定角色義務；華人的關係運作使部屬可以

利用關係來行動，但同時又被關係的義務所規定行動的準則。這說明了「關係既

能讓部屬建言、又讓部屬不建言」的現象。華人關係在不同面向與模式中所帶來

的效果，描繪出華人部屬在建言與否之間更為糾結的心理歷程，不僅能將華人主

管部屬關係與西方工作關係概念的交換觀點進行良好的區分，亦能使華人關係本

身獨特而重要的特性得以顯露。因此，本研究利用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關係二元

觀點加以探究，嘗試捕捉到華人關係同時促進與抑制部屬的建言行為；如此一來，

便可釐清華人關係對於部屬建言的雙面效果，突顯華人關係中具有文化意涵的心

理機制如何在其中運作。 

其次，本研究在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到建言的中介心理歷程之間，尋得一具

有文化意涵的情境調節因素－權力差距，並加以探究主管部屬關係「何時」會運

作「何種機制」對部屬建言產生影響，即華人職場情境中，部屬知覺權力的差異

會如何影響此一雙面機制的運作。如此一來，能以符合華人文化脈絡的情境條件

釐清華人關係對於部屬建言的雙重效果，並解決過往研究發現關係對於建言在效

果上的不一致，了解關係究竟何時能促進部屬建言，而何時又可能抑制部屬建言，

為華人關係與建言兩項議題皆產生貢獻。 

最後，本研究納入並整合了三項華人社會相當重視的概念：關係、地位與階

層、權力，除了運用更具有顯著效果且貼合文化情境的的心理概念來找到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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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驗證的雙面效果，亦回應了過往華人文化對於關係內涵的觀點，亦即「關係、

地位階層、權力」三者之間緊密的運作關係（e.g., Liu, 2015; Hwang, 2000），驗

證了「華人關係」透過牽動個體內在的「地位與階層」機制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

而「權力」則扮演著重要的開關，決定個體透過關係啟動何種的地位與階層機制，

並影響個體的決定。因此，本研究亦能對華人文化中個體行為的解釋帶來了富含

意義的證據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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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員工建言 

 

本節將整理員工建言的文獻，回顧建言概念的沿革以及其與相近概念的疏異，

接著討論建言的眾多前置因素，並在最後提及主管部屬關係如何成為影響建言的

重要因子。 

 

壹、 員工建言的重要性 

 

員工建言（Employee Voice）是近年來組織行為領域裡兼具實務及學術價值

的重要議題。在實務上，員工的建言對於組織具有「創造優勢」與「偵測錯誤」

兩種效益：前者是指員工能透過建言，來促進創新（LePine & Van Dyne, 1998）

與學習（Edmondson, 1999），以建立和保持組織的競爭優勢（Detert et al., 2013）；

後者則表示員工能透過建言，來改善現有的工作流程與制度（Van Dyne & LePine, 

1998），以幫助組織避免潛在的危機（Schwartz & Wald, 2003）。透過創造優勢與

偵測錯誤之兩種效益，組織便能做出適當的決策、提升整體營運績效，以利立足

於亟需敏捷與彈性的現代社會環境之中。若組織中的員工不進行建言，管理者便

難以洞察組織所需的重要資訊，亦難以及時發現組織潛藏的問題，這樣容易導致

管理與決策上的失誤（Morrison, 2011）。在學術上，建言行為背後蘊含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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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探究的價值。具體而言，員工在決定是否進行建言之前，會同時考量正、負

向的結果（Ashford et al., 1998; Detert & Burris, 2007; Morrison & Milliken, 2000），

作為一種主動冒險以求取正向改變的行動，員工建言背後蘊含著甚麼樣心理機制，

相當複雜，吸引了很多研究者投入解謎的行列。因此，自二十世紀後期建言概念

被提出之後，建言相關的研究如日方升，至今仍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並呼籲此

一概念值得更多的討論（Morrison, 2014）。 

 

貳、 建言概念發展 

 

員工建言的概念起源於經濟學家 Hirschman（1970）針對組織中員工對於工

作不滿意時的行為研究。該學者提出離開－建言－忠誠理論（Exit-Voice-Loyalty 

theory），指出了顧客不滿意於品質下降的產品或公司時可能展現的行動，其中一

項行為即為建言（voice），並提及建言行為亦發生在組織成員針對組織衰退所做

的回應之中。此後，建言行為受到後續其他學者的矚目與探討，自此建言的概念

得以萌芽發展。在議題發展初期，建言原先的定義是「藉由向主管或同事討論問

題、採取行動解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尋求外部機構幫助、舉發」（Rusbult et al., 

1988）；雖然此定義試圖勾勒出建言的外顯行為，但其內涵與行為特徵被研究者

認為過於廣泛，造成建言的概念在研究上難以精準有效地被界定和測量，也因此

不易驗證能有效預測建言的因素（Morrison, 2011）。 

隨後，眾多學者投入一系列的研究，Van Dyne 與 LePine （1998）對建言

提出了具代表性的觀點，將其定義為「一種強調建設性挑戰的表達行為，其目的

是為了改善而非僅僅為了批評」，並將建言視為一種挑戰性（challenging）的角

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此定義將建言與親和性（affiliative）的組織公民

行為（如：助人行為）以及角色內行為的概念加以區別；建言行為的特徵為：員

工在組織的要求以外，主動對工作上的議題提出創新的作法、指出現有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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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進的地方等行動，並期望帶來正向的改變；親和性行為較偏向人際合作，

並且是較不引起爭議（noncontroversial）的行動（McAllister et al., 2007）；角色

內行為則是指組織透過制度設計或工作規範，要求組織成員當行之事，與績效衡

量和獎酬具有較直接的關係。而後，Morrison（2014）延續並綜合 Van Dyne 等

學者們對於建言的定義與內涵，針對建言的特性整理出了建言的三個特色，以別

於其他行為：（1）建言是非正式（informal）且由員工自主決定的（discretionary）

溝通行動，這表示建言並非正式管理制度的一環（如：員工提案制度、參與管理），

亦非被規範為角色內的行動；（2）建言意味著挑戰現況（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由於現況往往是組織中的上位者、有權與有能者所建置或規範的，因此建

言具有相當的風險與挑戰性；（3）建言是改變導向的（change-oriented），這意謂

了建言不是員工單純地抱怨或支持現況，而是意圖涉及改進與改變以利組織進步。

此外，在建言的對象上，由於建言的本意是期望帶來進步與改變，因此建言的對

象通常是能夠採取適當行動的人，如此才能發揮實質的效果；這能解釋為何在建

言的研究中，建言對象多半以主管為主（Morrison, 2014）。本研究在建言的概念

上，採用 Van Dyne 與 LePine（1998）的定義以及 Morrison（2014）所描繪的建

言特性。本研究將員工建言定義為「一種具有非正式、自發性、帶來正向與建設

性改變的溝通表達行動」，並將對象定位在主管，以探究華人職場情境中，部屬

如何針對工作相關議題向主管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或發現的潛在問題。 

 

參、 建言與相近的概念行為之殊異 

 

除了員工建言行為之外，組織研究的範疇中尚有三種類似的概念存在，它們

分別為：向上溝通（upward communication）、議題推銷（issue selling）與舉發

（whistle blowing），此三項概念同樣受到不少關注與研究。本研究將焦點放在建

言行為的同時，也應闡明此行為與其他相似概念的差異性，故此節將對此進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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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首先，向上溝通指的是在一組織階層中，任何從基層到高階的資訊流動

（Roberts & O’Relly, 1974）。此概念囊括了所有組織情境中部屬向上對主管傳遞

的資訊。雖然建言行為理當隸屬於向上溝通之範疇，其他部屬與主管在工作議題

上進行溝通討論，或部屬每日必須回報給主管的資訊，也屬於向上溝通之類別，

故向上溝通是比建言行為的定義更為廣泛的概念。 

再者，議題推銷是指組織員工努力使組織領導者注意到該員工認為非常重要

的議題（Morrison, 2014）。此概念著重於「組織」層級的議題或策略，這與一般

員工會對主管建言的「主題」層級並不完全相同；具體而言，一般的建言主題可

能只到個人或工作團體的層次而已；而議題推銷除了將議題提出來之外，還包括

了找出支持者、建立同盟、準備正式上台報告等說服相關技巧（Morrison, 2014），

這也是建言研究當中較少強調的部分。 

最後，舉發是指員工向有能力採取行動的人揭露組織內不法、不道德、不合

理的事物（Miceli et al., 2008）。從定義中即能了解：此概念的範圍限定在組織情

境中不合法或不符合道德的行為範疇，例如舉發他人偷竊公司財產；而建言除了

糾舉不法或不道德之外，更為常見的主題實為針對組織或團體績效能帶來改善或

提升之議題。此外，兩概念在對象上亦有不同之處：舉發的對象可以是外部有影

響力的單位或個人，建言的對象則通常針對主管或同事這些組織內部的個人。綜

合上述，與舉發相比，建言行為在主題上更為廣泛，而對象上則更為限定，故兩

者在內涵上仍有所不同。 

 

肆、 員工建言的前因 

 

由於員工建言對於組織的重要性有目共睹，過去的學者們即針對員工建言的

影響機制進行了一番探究，Morrison（2014）即指出員工在決定是否向主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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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之前，會經由各種計算來評估狀況以做出建言或不建言的決定。這也代表是

否要提出「建言」，對員工來說往往形成兩難：員工須冒著風險提出意見或想法，

以組織帶來建設性改變的；員工也可能保持沉默，以避免個人負面的後果

（Tangirala et al., 2013）。由此可知，員工應同時受到各種促進與抑制因素的影響，

而建言與否是這些因素在拉扯後的結果。在建言影響的因素上，過往研究探尋並

發掘了相當多能夠有效預測建言的因素，而為能縱觀建言的諸多前因，Morrison

（2011）即將影響建言的眾多因素與條件進行了歸納與整理，並分為個人因素與

情境因素兩大類別，梳理了建言至今的主要實證研究發現。本研究亦將針對建言

諸多預測因素以此兩大類別進行回顧。 

首先是個人因素。在態度因素上，過往研究發現員工的建言會受到諸多個人

態度相關的因素所影響，諸如員工之工作滿意度（satisfaction）、職業承諾

（professional commitment）、工作團隊認同（work-group identification）、正向改

變義務（obligation for constructive change）、知覺公平（perceptions of fairness）、

及個人控制感等態度因素，這些因素皆與員工建言之間具有正向的預測關係

（LePine & Van Dyne, 1998; Liang et al., 2012; Morrison et al., 2011; Tangirala & 

Ramanujam, 2008a）。在個人特質上，LePine 與 Van Dyne （2001）在研究中發現

了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與外向性（extroversion）對於

員工建言具有促進效果，而友善性（agreeableness）與神經質（neuroticism）則

對於建言有負向預測的效用；Crant 等人（2011）指出主動積極性格（proactive 

personality）能正向預測員工的建言；Tangirala 等人（2013）則發現責任導向（duty 

orientation）對於員工建言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無論是態度或特質相關的因素，

上述研究結果皆顯示眾多的個人因素會是影響員工在組織中的建言意願與實際

展現。 

 接著是情境因素。在組織結構上，過去研究指出正式的向上回饋管道（formal 

upward feedback channels）是決定員工建言或沉默的關鍵因素之一（Morrison & 

Milliken, 2000）；科層式的官僚組織結構（bureaucrac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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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言有負向的效果（Glauser, 1984）。值得一提的是，組織中的階層結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被認為是員工建言的顯著議題；研究指出，員工容易因

為組織架構中的階層差異，而不願意向職位或地位更高的個體進行負面資訊的傳

遞，（Athanassiades, 1973; Roberts & O’Reilly, 1974）；在面對更高位階者時，員工

會因為認為自己的意見表達不會被嚴肅以待，或認為意見表達本身不適當，而放

棄意見表達（Detert & Edmondson, 2011）。組織文化或氣候相關情境也是重要因

素，諸如創新改變組織氛圍、團隊建言氣候等鼓勵正向改變的組織情境因素，皆

對建言帶來影響（Frazier & Bowler, 2009; Dutton et al., 1997）。 

 除了組織的結構、組織文化與氣候之外，領導者行為被認為是員工建言的重

要來源。領導者或主管不僅經常是員工建言的主要對象，更是組織中握有權力與

評估結果與做出決策的重要個體（Morrison, 2011），因此領導者或主管在組織情

境中的行為、領導風格、甚至互動中的線索對於員工建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過

去研究即指出領導者的開放性（openness）、徵詢行為（consultation）能正向預測

建言（Botero & Van Dyne, 2009; Detert & Burris, 2007）；而注重改變與創新的領

導風格，諸如轉型領導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亦對於建言有正向促

進作用（e.g., Liu et al., 2010）；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則被證實對於

建言具負向預測的效果（Wu et al., 2019; Li & Sun, 2015）。 

最後，領導者或主管與員工的關係對於建言的影響，在過往的研究中，亦是

被廣泛提及的預測因子。既有相關研究多認為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對於建言的影

響是正面促進的。站在互惠與回報的觀點，員工會較願意向與自己工作關係較佳

的主管或領導者進行建言，以回報主管對自身的正向對待（e.g., Van Dyne et al., 

2008; Kassing, 2002）。縱使將情境切換至華人職場，多數學者皆提出類似的觀點，

認為當華人員工與主管之間具有較強而緊密的關係時，員工更願意進行建言

（Wang et al., 2016; Song et al., 2017）。然而，亦有少數研究者察覺並討論了華人

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的潛在負向效果（Davidson et al., 2017），認為關係並不是

單純地去增加建言，華人關係中的特定內涵應存有負向預測建言的可能性，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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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未來研究釐清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的雙向效果。因此，本研究欲回應

雙向效果的說法，藉由探討華人關係的複雜內涵，從華人主管部屬關係既能增加

建言，又會減少建言的想法出發，進一步深究關係對於建言兩種不同的效果及影

響機制。 

 

第二節 華人主管部屬關係與員工建言 

 

本節將先針對華人主管部屬的觀點與內涵進行介紹，接著提出能同時探究關

係正負向效果的理論觀點，藉此推論華人主管部屬關係與建言之間的雙向效果及

機制，並提出研究假設。 

 

壹、 華人主管部屬關係的觀點與內涵 

 

綜觀過去主管部屬關係的相關組織研究中，主管與部屬之間的關係是為一看

似單純實而複雜的議題。縱使眾多組織研究皆提及主管與部屬關係對於各種組織

效能所發揮的效用，例如在以建言行為作為主題的研究中，領導者與部屬的交換

關係即對於員工建言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e.g., Botero & Van Dyne, 2009; Van 

Dyne et al., 2008）；然而實際上，主管與部屬關係的概念在過去研究中具有各種

不同的定義和觀點。例如，在華人職場情境中，關係的觀點以及內涵亦蘊藏著華

人文化的價值與屬性，這與西方對關係的觀點截然不同。雖然各種不同的觀點皆

在不同領域的研究中獲得討論，但組織與心理學研究的學者們在關係的定義及本

質上卻尚取得共識。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主管部屬關係的主流觀點進行回顧與討

論，並採用能與研究議題相符合的關係內涵，以作為本研究的關係觀點，並進行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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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領導者部屬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即是著重領導者與部

屬在工作層面上的互動關係。此概念是指領導者或主管為了組織任務的需要，在

工作中與個別部屬建立的關係連結，並經由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與角色

形塑（role making）的過程，逐漸發展而成的垂直對偶連結（vertical dyad linkage） 

（Graen & Uhl-Bien, 1995）。此觀點所論及的關係概念，其建立的目的在於促使

個體完成組織中的工作任務，領導者與部屬之間透過互惠（reciprocal）與回報的

交換歷程，在工作上建立彼此信任、尊重、忠誠的互動關係連結；而領導者亦會

將與自己具有良好關係的部屬做出區分並視為內團體的成員，以此決定雙方的互

動方式。 

二、華人社會連帶 

 華人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s）意指基於個體雙方之間的血緣關係或過去相同

的背景，所形成不同類型的既定關係，並以此為基礎來發展雙方互動。在華人組

織中重視由親而信的人際信任格局，有眾多關係建立於血親、姻親以及舊有的關

係上，也因此這種連帶關係以血緣或擬血緣為基礎，成為華人組織中重要的行為

依據。此觀點始見於 Jacobs（1979）對於華人關係的分類，而後相繼有研究者採

用此一觀點，將華人關係歸類為不同的關係類型，例如：同姓、同鄉、同事、同

學等關係基礎（guanxi base）；後續研究亦證實了其效果，指出個體會藉由這些

「同」來作為雙方互動對待的參考（Tsui & Farh, 1997；Farh et al., 1998）。值得

一提的是，採用此關係觀點的研究者，著重於探討既存關係在組織上的效果，研

究華人組織成員如何依據既有的關係基礎來進行互動。 

三、華人主管部屬關係 

 華人主管部屬關係（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內涵的是領導者或主管

透過持續性的互動往來與部屬所建立起的情感連繫。當主管與部屬雙方互動頻繁、

關係緊密，便會將彼此視為「熟人」，此時雙方的互動模式高度依循著互惠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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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義務規範，並具有許多私人性的訊息溝通與情感聯繫（簡忠仁等人，2019）。

值得一提的是，華人主管部屬關係之觀點在既有研究中又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

法是主管部屬之間廣泛性互動的關係品質，在此又稱個人關係（personal guanxi），

形容的是主管與部屬之間不限於場域、在工作內外的各種往來互動所建立起的連

結（Law et al., 2000）；第二種說法則是更強調強調非工作面向的私交關係（private 

guanxi），表示雙方透過工作外的一些私人往來所建立起的情感連結，但更強調

「私領域」的特殊性（簡忠仁等人，2019）。 

本研究著重在華人的職場情境中，並採用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personal 

guanxi）的觀點，其定義為：在華人社會連帶之外，主管與部屬之間在各種工作

內外的往來互動所建立起的廣泛性情感連結。本研究以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來探

究華人的主管與部屬互動往來如何影響部屬的建言行為，而非採用領導者部屬交

換關係、華人社會連帶與華人私交關係，理由有三：第一，本研究的主題具有華

人職場的文化特性，華人的文化傳統相當重視關係中的階層（hierarchy）特性，

主管與部屬之間的關係亦強調主管身為上位者的權威以及部屬身為下位者的角

色義務（Li & Sun, 2015; Yang, 1993）。由於此種階層特性鑲嵌在華人關係的內涵

之中，故亦有研究將此現象稱之為階層的關係主義（hierarchical relationalism） 

（Liu, 2015）。相對的，西方組織研究傾向以領導者部屬交換關係（即 LMX）作

為主要研究觀點；然而，此觀點所描繪的交換關係並未強調主管部屬雙方的既定

權力及義務，而是透過雙方不斷互動而逐漸形塑而成的互惠關係，著重在付出與

回報對等的公平性（equity-matching）（Chen et al., 2009）。此外，領導者部屬交

換是較為水平化的互動關係，與較強調上下關係的華人文化情境相比，亦有情境

契合性的疑慮。綜合上述，若欲討論華人職場中主管與部屬的關係，採用華人的

關係概念應能比 LMX 更好的反映雙方的互動樣態。第二，華人主管部屬關係捕

捉了關係的動態性和可變動性（Law et al., 2000），主管與部屬會透由各種互動往

來以加深強化這段連結、提升關係品質。相對的，華人社會連帶強調的則是雙方

過去既存的關係基礎於組織中發揮的效果。雖然社會連帶亦是主管在華人組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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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行為依據，其研究對象多限於企業創辦人或主持人，其效果在一般層級的

主管部屬之間較難以彰顯。因此，研究若側重在主管部屬雙方的實際互動而建立

的連結，主管部屬關係品質（guanxi）不僅更具關係的動態特性，也更適合於探

究所有層級主管與部屬之關係所產生的效果。第三，華人關係在組織研究中既有

趣亦具挑戰之處即在於，其可能允許甚至促進「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相

互滲透（interpenetration）；本處之私領域是指具有情感的家族、親戚以及個人友

誼；公領域則指具有更多理性手段的組織、商業和專業關係（Chen et al., 2013）。

公私領域的互相滲透，表示華人的領導者與員工在建立關係時往往並不會公私領

域做清楚區分，而是傾向將兩者混合。實際上，在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的觀點中，

即反映出主管與部屬在工作內外的互動往來，呼應了華人公私領域的混合性。相

對的，在限定於公領域的 LMX 以及強調私領域獨特效果的私交關係觀點中，兩

者雖然皆對於組織成員的工作效能與行為，具有重要與獨特之效果，卻仍然傾向

將工作內外的領域進行明確的劃分，而較不著重於華人公私領域相互滲透的特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採用華人主管部屬個人關係的觀點進行論述，更完整地捕捉

華人職場中的主管與部屬，雙方之間兼具動態性與公私領域滲透性的上下關係連

結。以個人關係的觀點來探討其對於部屬的建言反應所帶來的正負向效果，應能

更完整與全面地在部屬建言的研究議題上進行討論。 

 

貳、 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 

 

本研究將以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為主要觀點，推論華人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

如何透過一正一負的機制，來影響部屬的建言行為。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係以楊

國樞（1992）及佐斌（2000）兩位學者所提出的關係取向作為基礎，在關係內涵

上進行整理與整合而成的二元理論觀點（黃懿慧，2002）。這個觀點認為在二元

模式中，華人關係具有兩種不同的模式：（1）關係理性模式，以及（2）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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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模式。此兩種不同的模式可以同時解釋個體的關係行為，以下將分別進行說

明。 

關係理性模式內含經濟模式或是理性模式理論的觀點，認為個體先天具有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互依賴」、及「人具有理性自利特質」的前提假設（Folger 

& Stutman, 1993）。以此作為基礎，關係理性模式描繪出個體目標導向的面向；

在理性模式的運作下，個體具有理性自利的特質，傾向於利用關係來採取行動與

交換性的關係行為以達成目的。 

關係中心模式則採用網絡模式理論的觀點，相信個體的行動會受社會結構影

響；具體而言，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逐漸習得社會共有的信念與價值觀，進

而發展相應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使個體理解並遵循該社會行為標準與傾向，以此

維持社會秩序（Parsons, 1951）。因此，在強調關係與他人的華人社會中，關係

中心模式認為個體重視關係，會遵循關係背後的規則與義務，並以此為準則來行

動。 

綜合以上兩種模式，黃懿慧（2002）整理後提出華人關係兩種不同的面向；

關係既能具備理性自利的一面（關係理性），讓個體利用關係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同時也能具有重視並遵循關係規則與義務的一面（關係中心），促使個體以維繫

社會關係的秩序為前提來行動。值得一提的是，縱使兩種模式看似矛盾，直觀而

言個體難以同時理性自利而又利他或利社會，實際上過去已有文獻主張並曾證實

兩者是能並行存在的。在概念上，Mizruchi（1994）即針對理性模式與網絡模式

的論述進行分析與比較，並註解兩者可同時解釋個體的行為；在實證研究上，

Mills 與 Clark（1982）亦指出組織環境中的交換關係（exchange relationship）與

共享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是得以並行存在的。因此，黃懿慧（2002）

將此二元模式與關係取向進行整合，針對華人組織中的個體行為進行觀察與解釋，

得以從關係中的不同面向解釋同一個體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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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人關係與員工建言的正向關係 

 

本研究將以關係取向的理性模式來推論關係提升建言的中介心理歷程，提出

主管與部屬的個人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的知覺地位感進而提升部屬的建言行為。

本研究將分段進行論述。 

一、個人關係與知覺地位感 

關係取向的理性模式指出，個體傾向於理性地運用關係來採取行動，以達成

期望的目標（黃懿慧，2002）。具體而言，個體會考量突顯自己與某一特定對象

的特殊關係與優勢關係，進而讓他人優先考慮自己或解決自己的問題，此為關係

優勢性，亦即藉由關係獲取優勢（佐斌，2000）。據此，本研究提出，在關係理

性模式的運作下，部屬在自己與主管的親近關係中知覺到更高地位感，並理性地

運用高地位感所相應的優勢來達成目標，理由是：地位感意味著個體在組織中能

展現的價值（e.g., Leary; Tyler, 1999），以及個體得到的尊重與特權（Fuller et al., 

2006）；此外，高地位感所伴隨而來的即是，個體在組織中的權力、影響力與資

源取得能力（Janssen & Gao, 2013）。因此，在關係理性的觀點下，部屬可以理性

地將地位視為達成目標的手段或方法，而關係即為能獲取地位的重要來源。 

知覺地位感（perceived status）指的是個人對於自己為團體的貢獻是否得到

認可，以及他人是否尊重與欣賞自己的自主判斷（Tyler & Blader, 2002）。個體對

於自身地位的知覺具體描述了個人在知覺自己在團隊中的價值、位置以及被尊重

之感受（Zhang et al., 2015）。在組織中，員工會透過對外在資訊的觀察與判別，

來對於自己的地位進行判斷。員工形成地位知覺的重要外在資訊來源之一，便是

主管；這是因為主管在組織裡往往是資訊給予及傳遞者，主管的領導以及互動方

式經常會是員工或部屬判斷自身地位的重要資訊（Tyler & Lind, 1992），例如：

當主管提供部屬更多的成長機會、可見度、或決策參與度，部屬便容易視主管此

般正向的對待為一種地位訊息，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感（Fuller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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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華人社會具有關係導向（Aryee & Chen, 2006; Farh et al., 1997），

這讓華人個體非常在乎他人如何對待自己，並且會根據自己知覺如何受到他人的

對待與尊重來判定自身的地位（Zhang et al., 2015）；此外，華人的儒家倫理會引

導個體尊重並欣賞地位較高的人，且個體亦會根據權威者的對待方式與認可程度

來評價自己（Yang, 1996）。以上，皆說明了華人對於地位的崇尚與重視，也因此

在華人組織中的員工知覺到的地位感應是影響其效能以及行為的重要因子；更重

要的是，華人非常仰賴組織中地位較高的個體（例如主管）在互動和相處中所傳

遞的資訊，個體會特別注意這些資訊並善加處理，以此知覺到自身的地位感。 

回顧華人主管部屬的個人關係內涵，華人關係的運作具有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的特色，亦即華人會根據他人與自己在關係上的親疏遠近來決

定對待方式與雙方互動的原則（Chen et al., 2013），並且認為正式規範、標準、

章則或法律僅適用於一般情形，必要時是可以允許例外、靈活運用的（Parsons, 

1951）。華人組織中，主管與部屬的個人關係展現在雙方公私領域的互動頻次與

深入程度上。當主管與部屬在工作中及工作之外有相當程度的互動往來與深入認

識（例如：關心或理解彼此家庭與工作狀況、分享各自的想法或需求、休息時或

下班後一同用餐），雙方會更加地熟識而形成較為緊密的連結，即雙方具有較親

近的個人關係。主管與部屬的個人關係親近時，主管往往容易基於特殊主義，在

工作上對關係親近的部屬有更多的偏私傾向；具體而言，比起其他關係較疏遠的

部屬，主管會傾向對關係親近者提供更多的益處、福利或升遷發展之機會（Law 

et al., 2000; Mao et al., 2012）；而在有重要的工作任務時，主管亦會將其指派給關

係親近的部屬（Farh et al., 2008）。Tyler 與 Lind （1992）提出的權威關係模式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指出，個體會依照權威對象（即主管）對待自己

的方式來判斷自己在群體中的社會地位。因此，根據關係理性模式的觀點，當部

屬與主管擁有親近關係時，部屬獲得主管更多的照顧、機會甚至重要的工作任務；

此時部屬會知覺自己受到主管的尊重與重視，並相信主管認為自己在任務上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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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與賦權，亦即在比起其他關係疏遠的部屬，更具有關係上的優勢。如此一來，

關係親近之部屬的地位知覺即能提升。實際上，即有研究直接指出關係本身即是

傳達員工個人在組織內社會地位的一種表現形式（Pierce & Gardner, 2004; 

Vanhonacker, 2004）。根據以上所述，在華人組織情境中，主管與部屬的個人關

係愈緊密，部屬愈容易從互動中知覺到更高的地位感。 

二、知覺地位感與建言行為 

 部屬是否提出願意建言，與組織團隊的績效和競爭性息息相關；然而，縱使

部屬可以提出建言，卻經常難以如實地發聲表達。主要原因在於：建言本身即隱

含著對於現況的不滿，而現有的制度與狀態往往源自主管或領導者的想法與管理

決策，這種改變現狀的意圖容易讓上位者感受到威脅與挑戰。因此，建言的提出

往往伴隨著相當的人際風險，進而使部屬為了避險而放棄建言。然而當部屬獲取

較高的地位感時，會讓部屬認為自己在與主管互動時能擁有更多決策參與權與影

響力（Keltner et al., 2003）；有了這些決策參與權與影響力，即能夠促進部屬相

信自己較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想法而較不受他人拘束。再者，高地位感的部屬會較

強烈的感受到自己受到主管的認可與重視，更期望主管會對於自己的建言有正向

的回應（Zhang et al., 2015）。部屬透過地位感提出建言，除了能對組織或團隊帶

來貢獻，亦能藉此突顯自己對於主管及團隊的價值，甚至獲得更好的績效評估結

果。因此，當在工作議題上產生有建設性的想法或發覺潛在的問題時，與主管關

係親近的部屬，會憑藉著自己從關係中所獲取的地位感，認為自己更具有影響決

策的能力，並預期自己容易得到主管的正向回應，而更敢於提出自己的建議。據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個人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知覺的地位感來增加部屬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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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個人關係與員工建言的負向關係 

 

本研究將以關係取向的中心模式來推論關係降低建言的中介心理歷程，提出

主管與部屬的個人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的服從不貳進而減少部屬的建言行為，同

樣地，本研究將分段進行論述。 

一、個人關係與服從不貳 

 關係取向的中心模式內含網絡模式的理論預設，指出個體的行動是受社會結

構及文化所影響的結果（黃懿慧，2002; Mizruchi, 1994）。華人社會及文化隱含

著個體以關係為中心，華人個體會根據既定關係中的階層來賦予雙方上下關係各

自不同的義務與規範；而這種義務與規範亦是華人關係互動中的核心成分，向來

在社會網絡中被有效執行（Yeung & Tung, 1996; Chen et al., 2009）。在關係中心

模式的運作下，華人個體傾向於藉由遵守關係中的義務規範以維繫社會與關係的

秩序（黃懿慧，2002）。既然如此，具體上個體如何能維繫社會與關係的秩序？

本研究將從華人關係中的泛家族主義進行探究，以了解關係中的義務規範面。首

先，泛家族主義是指華人所有的社會關係皆為家族關係的延伸，當個體與他人交

流頻繁深入並涉及私人生活，例如共同用餐、相互送禮等社會互動，此時關係連

結日漸形成並穩固，社會關係中的家族化歷程得以運作（楊國樞與葉明華，2005; 

Kinpis, 1997; Yang, 1998）。接著，在家族化歷程的運作下，個體會將自己在家族

關係中習得的處事方式與義務規範，代入至此一關係中；亦即，家族關係中上尊

下卑、下位者服從與遵從上位者的原則將適用於此一社會關係，包括主管部屬之

間的關係。在職場中，部屬身為一階層較低的個體在關係中的角色義務便源自於

家族關係中下位者與上位者互動時的規則，須向上級聽命與展現服從（Chen et al., 

2009; Farh & Cheng, 2000）；而部屬對於此般的行為傾向，本研究以服從不貳論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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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不貳是一種心理上的行為意圖，是華人特有的主管忠誠中的內涵之一。

主管忠誠的概念源自於鄭伯壎（1995）的企業臨床觀察以及鄭紀瑩（1996）的深

度訪談；而後，由姜定宇等人（2007）再次將華人部屬對主管忠誠的內涵進行整

理，並提出了服從不貳的忠誠向度。服從不貳意指部屬無條件服從主管的命令，

亦即部屬在接受主管指派、命令或要求時，會絕對地服從，而不參酌自己本身的

意見（姜定宇等人，2007）。當華人部屬與主管雙方隨著互動往來形成較親密的

關係連結，部屬便傾向將家族關係中下位者的角色規則擴及至與主管之間的互動，

即具有較強烈服從於主管的傾向，藉此維繫自身與主管的關係連結。也就是說，

當部屬與主管之間具有較親近的個人關係，雙方的互動不限於公領域或私領域，

頻繁而深入地認識與往來，而啟動家族化歷程。在家族化歷程的運作下，部屬與

主管的關係轉換為共享性的關係，促發華人家族倫理中的角色分位，使部屬意識

到上下尊卑的規範（Kipnis, 1997; Yang, 1998）。如此一來，部屬會根據這些規範

將主管視為統治力的地位者且掌握資訊提供、事務決策及資源分配等權力（楊國

樞與葉明華，2005），而部屬身下位者或輩分較小者則須守己，聽從主管的指示

和想法，故向主管服從不貳的傾向較為明顯。 

二、服從不貳與建言行為 

 服從不貳的內涵為部屬無條件遵循主管的命令、服從主管的指示和要求，以

求工作順利而專心一意地常仕於主管左右。服從不貳意謂了任何忤逆或挑戰主管

意見或想法的行動皆有違此傾向、不受認可，而建言便是此類的行動。本研究認

為，在關係中心模式的運作下，當部屬認為自己應展現對上位者的服從不貳時，

部屬便會避免提出建言，方能維持關係與社會秩序。過往研究曾提及部屬會基於

關係中對上位者的崇敬與服從義務（Hwang, 2000），認為直接向上位者建言是不

妥當也不尊敬的（Davidson et al., 2017）；除此之外，亦有研究曾指出部屬向主管

建言不僅會威脅到關係的和諧，也容易危及到主管與部屬的面子（Chang & Holt, 

1994）。既然如此，與主管關係親近的部屬，基於服從不貳的傾向，會將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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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視為對主管的不敬與挑戰，且不利於秩序的維持。由上述可知，建言對於具服

從不貳傾向的部屬而言是違反服從傾向、應盡量避免的行為；即便建言可能帶來

正向的改變，當部屬將服從上級視為自身應盡之責時，建言此類挑戰階層上位者

作法與決策的選擇仍會被視為不適當、破壞關係的風險行為，違反關係中的義務

規範。因此，若部屬欲維持與主管的關係、展現對於主管的尊敬與服從，建言便

不會是優先考量，故而減少了建言的出現。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個人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服從不貳以減少部屬建言。 

 

第三節 權力差距的調節角色 

 

本節將介紹知覺權力差距的概念，並說明此概念如何運作於關係取向的兩種

模式中。最後，將論述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在關係與建言的中介歷程之中，如何

扮演重要的調節角色。 

 

壹、 知覺權力差距 

 

權力是指影響他人的能力或潛力，是人際互動中重要的社會關係因素

（Aguinis et al., 1994）。在組織情境中，主管作為權力的持有者，擁有決定建言

訊息的權威性，而員工或部屬會仔細關注他們的主管如何回應自己提出的疑慮、

意見、想法和建議（Detert & Burris, 2007; Edmonson, 2003）。若將權力的議題連

結到建言的研究，過往的研究即指出個體在職場中能否自由互動受到權力的影響

極深，其中建言即為易受其影響的行為之一（e.g., Islam & Zyphur, 2005; Morrison 

et al., 2015）；此外，相關的研究亦指出，部屬知覺權力上的不平等會導致建言被

視為有風險的（Morrison & Rothman 2009）。由於主管或是處於更高位階者往往

控制獎賞、資源以及工作分派，部屬可能基於不願破壞自己與這些人的關係，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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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不願意向階層的上位者建言（Milliken et al. 2003, Pinder & Harlos 2001），因

此不平等的權力不僅存在於個體與他人的關係之間，更時刻運作並影響著個體的

行動。在華人社會情境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不僅來自現實中個體對於資源或獎

賞的控制，亦源自於華人文化和儒家倫理的內涵中所規範的行為準則；這些行為

準則，賦予關係中的上位者生來的（innate）權力與權威性，並造成層層節制的

權力結構（楊國樞，1993），引導著關係中的個體根據自身權力的不同而採取適

切的行為，並避免挑戰或冒犯比自己權力更高的個體。綜而觀之，在華人主管部

屬間權力的不平等程度或差距高低，不僅可作為部屬認知主管在資源上的掌握或

集權程度，亦象徵具有華人意涵的權威性，影響部屬如何解釋雙方關係，以及其

行動準則。本研究將以權力差距的概念，表示部屬知覺雙方在權力上不平等的程

度，探究此概念如何作為一種情境線索，影響部屬解釋雙方關係，以及對部屬的

建言帶來影響。 

本研究從部屬知覺權力差距的觀點出發，分別論述權力差距在關係到建言的

正負向歷程之間，如何扮演調節的角色。知覺權力差距指的是部屬知覺自己與主

管相對權力不同而帶來的不平等感受，過去研究提及了知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對

於個體的影響（e.g., Morrison & Milliken, 2000; Pinder & Harlos, 2001）。在關係取

向的二元模式下，此概念在不同的模式中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與效果：（1） 

在理性模式中，知覺權力差距意味著部屬知覺主管對控制資源所帶來的影響力，

並決定部屬是否重視工具性的目標與立即性的回報（Schaerer et al., 2018）；（2） 

在中心模式中，知覺權力差距表示部屬知覺主管在關係中階層角色的權威性，影

響部屬是否基於尊尊法則，而對權威展現服從（楊國樞，1993）。本研究將以知

覺權力差距作為調節因素，從不同的模式觀點推論知覺權力差距的效果，以探究

主管部屬關係對建言雙面機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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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知覺權力差距在中介歷程中的角色 

 

在關係取向的理性觀點中，個體會理性地傾向利用或依賴關係來達成目標，

而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表示部屬在與主管的互動中認知的不平等，此不平等源自

於自己與主管相比，雙方在工作相關資源上的控制程度高低的差異。部屬知覺雙

方在權力上的不平等，會使關係的工具性價值更為顯著。具體而言，過去權力的

組織研究指出，當個體知覺到對雙方在權力上不平等（unequal power relationship）

時，個體會更為自利（self-interest），更聚焦於工具性目標（instrumental goal），

且在互動中會更傾向於使用交換法則來往，亦即更注意關係互動中的付出與報酬，

並重視回報的立即性（Schaerer et al., 2018）；相反的，當個體知覺雙方於對偶關

係的權力較為平等（equal power relationship）時，關係中的自利動機較不顯著，

個體傾向以雙方的福祉和對等性為優先考量，較不傾向以立即要求回報的交換原

則往來互動。因此，在關係的理性模式下，知覺權力差距的程度應對於部屬與主

管關係的知覺與互動原則有重要影響，並會進一步影響部屬的行動。 

 根據上述，當部屬知覺權力差距較高時，意味部屬認為主管在工作上傾向使

用自身的職權與權力和部屬互動，於管理與決策上則較少諮詢部屬的意見與想法，

並較少將重大任務交付給部屬；因此，部屬會認為主管對於工作相關的資源較為

控制而具有影響性，形成權力不平等的關係連結。在關係的理性模式中，權力的

差距使得關係的工具性更為彰顯，更加重視從關係獲取的好處或價值，進而利用

關係來達成目標，亦即關係理性模式的運作效果較強。因此，與主管具有親近關

係的部屬將更著重於從關係中獲得的好處與待遇，也更傾向從自己與主管的關係

之中更容易獲取主管重視與尊重的感受、提升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感。接著，獲

取高地位感的部屬，除了擁有影響力與參與決策的權力，更是因為重視工具性目

標與回報性，期望能透過提出有利於組織或團隊效能的意見，來突顯自己的價值，

讓主管看見自己對於團隊的貢獻，並預期能獲得更高的績效評估結果。因此，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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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親近且知覺高權力差距的部屬，會利用關係中獲取的地位感，進而利用高地位

感伴隨而來的影響力向主管提出建言，並以此換取回報。相反地，當部屬知覺的

權力差距較低時，表示主管較不傾向利用職權與權力來與其進行互動，而在決策

上亦較常尋求部屬的意見、傾向將權力賦予部屬，對於工作相關資源的控制性較

薄弱，形成雙方權力較為平等的關係。此時，無論部屬與主管之間的關係為親近

或疏遠，部屬在工作議題相關上的想法皆能在自己與主管的互動中獲得主管的尊

重與重視，而地位感的來源是主管權力平等的對待，非關係中的工具性價值，而

關係理性模式的運作效果較弱。因此，相較於知覺到權力差距較高的部屬，知覺

自己與主管之間具有較低權力差距的部屬應較不傾向也不需要從關係中獲取地

位感進而進行建言。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部屬知覺權力差距會調節個人關係透過知覺地位感增加建言的中介效

果。當權力差距高時，個人關係透過知覺地位感增加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強；反之，

當權力差距低時，個人關係透過知覺地位感增加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弱。 

 

在關係取向的中心模式中，個體會依循關係中的規範以及既定的角色義務來

行動，而權力差距則象徵關係階層中上位者（即主管）的權威性，具有促發華人

權威取向運作的功能。楊國樞（1993）提出華人的社會中具有一種描繪個體如何

與權威（團體之重要個體）互動的運作或適應方式，可稱之為「權威取向」；該

取向與關係取向、家族取向等華人的文化特性互相關聯。權威取向可解釋家族關

係中的尊卑、上下、長幼的嚴格區分與不可踰越性，並可進一步由家族擴及至主

管部屬關係等社會關係，造就了主管身為階層上位者在團體中的權威性。此外，

亦有研究認為華人社會乃是以關係取向或關係主義為文化特色，以尊尊和親親為

深層結構。尊尊與親親法則規範了關係中的人「應當」如何與他人互動（楊國樞，

1993；黃光國，2009；簡晉龍與黃囇莉，2015）；當中「尊尊法則」為權威取向

的基礎，在華人文化重視關係的預設下，成為下位者與上位者的互動規範和基準，

並描繪個體對於權威服從的角色倫理（黃光國，1995）。因此，從關係中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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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部屬在自己與主管的關係互動中所知覺到的權力差距，係為主管在關係中

之權威性的象徵，而權力差距的高低表示著權威的顯著性，影響部屬在關係中的

權威取向的運作。 

 根據以上觀點所描述權力差距的功能，當部屬知覺權力差距較高時，主管在

工作上較為集權、不採用部屬意見等作法皆為主管權威性的展現。在尊尊法則的

規範下，無論部屬與主管之間的個人關係品質，在面對主管時傾向將其視為高度

權威性的存在，自己應無條件地服從權威，聽從權威的指示與吩咐來行事。因此，

在知覺高權力差距時，建言此類以下犯上、具有批評或挑戰權威意味的行為容易

被視為不適宜的，甚至是危險的；即使部屬是出於帶來建設性的改變或正向的改

善現況，向具有高權威性的主管提出有別於其想法的作為，皆非華人的文化倫理

中對權威者的相處之道。部屬在尊尊法則的規範下，即會透過服從權威來維持社

會與群體的秩序，對上位者的「敬」與「順」皆內建在其角色義務之內（簡晉龍

與黃囇莉，2015）。因此，部屬出於對權威（上位者）的敬與順，多倚賴於主管

本身的想法，聽從其指示並保持意見和想法上的一致，無關乎主管部屬之間的關

係是親近或疏遠。相反地，當部屬知覺權力差距較低時，部屬較不會在工作上的

互動中感受到明顯上令下從的權威關係，亦即部屬會知覺主管展現較低的權威性。

然而，部屬的服從會透過關係中所蘊含的角色義務而生，藉由家族化歷程使部屬

與主管之間的關係和準則沿用於家族倫理之中，而部屬會隨著自己與主管關係連

結的提升，產生下位者對於地位較高者的服從（Chen et al., 2009）。因此，在知

覺較低權力差距時，部屬是否具有對主管展現服從的傾向進而不建言，係決定於

雙方的關係連結，亦即關係中心模式的運作。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當部屬知

覺權力差距較低時，主管部屬的關係方能經由關係中心模式對建言帶來負向的效

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會調節個人關係透過服從不貳減少建言的中介效

果。當權力差距高時，個人關係透過服從不貳減少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弱；反之，

當權力差距低時，個人關係透過服從不貳減少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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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再次回到問題，本研究欲探究的是華人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是否會同時對部

屬的建言行為帶來正負向兩種效果。本研究以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為整體觀點，

試圖關係中兩種不同的面向如何對建言帶來不同的影響。本研究假設：個人關係

會透過提升部屬知覺的地位感來提升部屬建言（H1）；個人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

服從不貳以降低部屬建言（H2）。此外，本研究以具有文化意涵的知覺權力差距

作為調節因素來檢驗雙面機制的疆界條件，試圖釐清「何時關係會運作此二面向」

並使兩種路徑能被加以區分。本研究假設：部屬知覺權力差距會強化個人關係透

過知覺地位感提升建言的中介效果（H3）；部屬知覺權力差距會弱化個人關係透

過服從不貳降低建言的中介效果（H4），圖 2-1 為本研究的架構圖。 

 

 

圖 2-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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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施測程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了解職場中員工的實際狀況與其反應，進而檢驗變

項之間的關係。研究者透過委託公司組織內的聯絡人，將問卷透過面交或郵寄的

方式交至聯絡人手中，並附上完整的施測說明及必要的注意事項，請聯絡人作為

施測者對有意願參與問卷填寫的主管和部屬進行施測，而施測者亦會在問卷發放

前向受試者說明並提醒重要的注意事項。 

本研究問卷的設計係採用一對一的對偶式資料收集，即針對一位主管與其一

位部屬雙方發放各自的問卷。施測順序上會要求由部屬先自評自己與直屬主管的

個人關係、知覺地位感、服從不貳及知覺權力差距，再由主管評定該部屬的建言

行為。以對偶式問卷來收集資料即是一種利用來源隔離的方式以降低共同方法變

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對研究結果造成偏誤的疑慮（Podsakoff et al., 2003），

確保問卷的內在效度。 

本問卷在指導語中明確地說明所有主管與部屬的身份與填答內容皆會嚴加

保密，填寫基本個人資料時亦不會要求任何可辨識出特定個體的資訊，且每一位

受試者的問卷皆會附上一封回郵信封，受試者填答完畢後能不透過任何人即將問

卷寄回給研究者。如此能排除主管與部屬得知彼此填答內容的疑慮，確保問卷能

被更加真實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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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問卷回收後能正確地進行配對，問卷在正式題目之前會要求主管與部

屬雙方皆在問卷上填寫自己與評分對象的中文名字最末字及雙方的共事年資，研

究者方能以此資訊進行核對。此做法除了能正確將問卷進行配對外，亦能提醒主

管與部屬其評分的對象，避免其中一方實際上是針對另一位主管或部屬評定的情

況。 

 

第二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因應主題，針對華人企業組織中的在職員工發放配對問卷，並確保主

管及部屬皆為華人的在職工作者。而樣本數量上，共發放了 285 套對偶問卷（即

主管問卷與部屬問卷各 285 份），回收後成功配對之問卷為 225 套，扣除不當填

答、漏答過多的無效樣本後，最終有效的樣本數為 181 套，有效回收率約為

63.5%。 

在部屬的樣本組成上，男性部屬共有 52 位（28.7%）、女性部屬有 129 位

（71.3%）。平均年齡為 35.96 歲（SD = 10.25）。平均的服務組織年資為 7.25 年

（SD = 7.5）。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以下有35位（19.3%）、大學有127位（70.2%）、

碩博士有 19 位（10.5%）。職等方面，一般基層員工有 137 位（75.7%）、基層主

管有 28 位（15.5%）、中階主管有 13 位（7.2%）、高階主管有 3 位（1.6%）。部

屬工作性質以業務（25.4%）為大宗，所屬產業則以一般製造業（22.7%）與服

務業（17.1%）為多。 

在主管的樣本組成上，男性主管共有95位（52.5%）、女性主管86位（47.5%）。

平均年齡為 42.81 歲（SD = 8.95）。平均組織年資為 12.06 年（SD = 9.01）。教育

程度方面，高中職以下有 22 位（12.1%）、大學有 121 位（66.9%）、碩博士有 33

位（21.0%）。職等方面，基層主管有 64 位（35.4%）、中階主管有 60 位（33.1%）、

高階主管有 57 位（31.5%）。工作性質以管理（44.8%）為大宗，所屬產業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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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製造業（23.8%）、服務業（16.6%）為多。主管與部屬之樣本組成詳細資

訊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樣本背景組成（N = 181）   

項目 
部屬（N = 181）  主管（N = 18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2 28.7  95 52.5 

 女 129 71.3  86 47.5 

       

年齡 25歲以下 22 12.2  2 1.1 

 26-30歲 44 24.3  13 7.2 

 31-35歲 24 13.2  26 14.4 

 36-40歲 28 15.5  27 14.9 

 41歲以上 63 34.8  113 62.4 

       

教育程度 國小 1 0.6  0 0 

 國中 1 0.6  0 0 

 高中（職） 33 18.2  22 12.1 

 大學（大專） 127 70.2  121 66.9 

 博/碩士 19 10.5  38 21.0 

       

職等 一般員工 137 75.7  0 0 

 基層主管 28 15.5  64 35.4 

 中階主管 13 7.2  60 33.1 

 高階主管/負責人 3 1.6  57 31.5 

       

工作性質 生產 15 8.3  12 6.6 

 業務 46 25.4  36 19.9 

 工程 22 12.2  19 10.5 

 管理 32 17.7  81 44.8 

 後勤 21 11.6  9 5.0 

 其他 45 24.9  24 13.2 

       

產業 高科技電子業 25 13.8  23 12.7 

 金融與保險業 11 6.1  11 6.1 

 不動產業 4 2.2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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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樣本背景組成（續） 

項目  
部屬（N = 181）  主管（N = 18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服務業 31 17.1  30 16.6 

 資訊與通訊傳播業 11 6.1  10 5.5 

 運輸與倉儲業 10 5.5  12 6.6 

 一般製造業 41 22.7  43 23.8 

 營造業 4 2.2  3 1.7 

 其他 44 24.3  45 24.8 

       

組織年資 2年以下 66 36.5  34 18.8 

 2-4年 38 21.0  20 11.1 

 4-6年 10 5.5  14 7.7 

 6-8年 13 7.2  16 8.8 

 8年以上 54 29.8  97 53.6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為結構式自陳量表（self report），並包含部屬問卷以及主

管問卷。兩種問卷在一開始皆會先請填答者填寫欲評量的對象姓名最末字、對象

之性別以及自己－對方的共事時間，方進入正式題項的填答，並在所有題項填答

完畢後會再收集填答者的人口學與背景變項。 

在正式題項的部分，部屬問卷會收集部屬－主管的個人關係、知覺地位感、

服從不貳以及權力差距；主管問卷則會請填答者針對部屬的建言行為進行評分。

在正式題項的量表題型上，所有量表均採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cale）七點量尺

進行測量，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中立」、「有點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對應 1 至 7 分來收集填答者的同意程度。題項凡是源

自於國外的量表皆會先透過回譯（back translation）翻譯為中文再進行呈現（Brislin, 

1980），確保量表題項能保留的原意。 

  



doi:10.6342/NTU202101663

33 

 

壹、預測變項 

 

一、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 

主管部屬之個人關係使用 Law 等人（2000）編製的關係量表，由部屬來針

對自己與主管在工作內外的互動情況來填答，量表共有六題。題目包含「假日或

工作之餘，我會打電話給主管或拜訪他／她」、「我的主管會邀我與他／她一同吃

午餐或晚餐」、「對於對方的特殊日子（如生日），我們雙方通常會有所表示」、「我

會主動與我的主管分享我的想法、問題、需求與感覺」、「我會關心並能理解我主

管的家庭與工作狀況」、以及「當主管與人起衝突時，我一定會站在主管這邊」，

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6。 

 

貳、中介變項 

 

一、知覺地位感 

知覺地位感使用 Tyler 與 Blader （2002）編製的量表，由部屬自評自己在工

作上與主管的互動情形，量表共有六題。題目包含「我的主管尊重我的工作」、「我

的主管尊重我在工作上提出的想法」、「我的主管種是我在工作上的貢獻」、「我的

主管認同我的做事方式」、「我的主管欣賞我在工作上的獨特貢獻」、以及「我的

主管重視我在工作團隊中的地位」，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 

二、服從不貳 

服從不貳是使用姜定宇等人（2007）所編製的量表，由部屬自評自己對於主

管在互動上的想法，量表題目共有四題。題目包含「我願意無條件服從我主管的

命令」、「即使不同意主管的作法，我還是會服從他的決定」、「我會確實遵循主管

的工作理念與做事方法」、以及「我十分聽從主管的指示」，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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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為.86。 

 

參、效標變項 

 

一、員工建言 

員工建言是使用 Liu 等人（2010）所編製的量表，由主管評定部屬在職場中

的建言行為，量表題目共有九題。為了使填答者更明確地理解自己評定的對象，

本研究將此量表中的主詞修改為「這位部屬」。題目包含「對於影響組織的議題，

這位部屬會向主管提出建議」、「對於影響組織的議題，這位部屬會對主管提出建

言，並對主管發揮影響力」、「這位部屬會向主管表達他/她對工作議題的看法，

即使他/她的看法與主管不同而遭到反對，他/她仍會表達這些看法」、「這位部屬

會對主管提出有關工作專案的新想法，或改變工作程序的建議」、「為了讓主管的

工作有所改善，這位部屬會對主管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這位部屬會直接向主

管指出重複或不必要的工作程序，並建議刪減」、「如果主管在工作中犯錯，這位

部屬會直接指出並協助其改正」、「這位部屬會試圖說服主管去改變那些對生產力

毫無幫助甚至適得其反的組織規章或政策」、以及「這位部屬會建議主管引進新

的結構、技術或方法來改善效率」，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6。 

 

肆、調節變項 

 

一、知覺權力差距 

 知覺權力差距是改編自 Culpepper 等人（1999） 的權力距離量表，由部屬

來評定自己所知覺到與主管之間在權力上的差距大小，量表題目共有六題。題目

包含「我的主管做決定時，不與我商量」、「我的主管會使用職權與權力和我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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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的主管不會過問我的意見」、「我的主管會避免與我進行非工作的社交行

為」、「我不會反對主管的管理決策」、以及「我的主管不會將重要任務託付給我」，

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0。 

 

伍、控制變項 

 

本研究參考了過去主管部屬關係與員工建言的研究，將可能影響此一關係的

人口學與背景變項納入並進行控制，包含部屬性別、組織年資、共事時間、以及

主管部屬的互動頻率。過往探討建言前因的研究，多會排除這些變項對於建言的

效果：研究認為不同性別的部屬對於建言的偏好不同（LePine & Van Dyne, 1998）；

組織年資愈長的部屬比起年資較短的部屬，在個人的意見表達上會較為舒適

（Stamper & Van Dyne, 2001）；與主管的共事時間與互動頻率愈高的部屬有愈多

的機會向主管提出建言（Tangirala & Ramanujam, 2008）。因此，本研究亦將上述

變項納入分析，以控制其效果。 

 

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資料的分析策略上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5.0

針對所有測量變項進行初步分析，即描述性統計分析（平均數與標準差）、相關

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接著，利用 Mplus 7.3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檢驗研究模型的適配度，確保因素的穩定

性。最後，在研究假設的驗證方面則是利用 SPSS 25.0 與 PROCESS MACRO ver. 

3.4.1 以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分別針對中介效果以及調節

式中介效果的假設進行檢驗，並針對交互作用的結果繪製相應的交互作用圖。以

下將針對各個階段的分析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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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初步分析 

 

在描述性統計的部分，本研究針對各個測量變項以及樣本人口學與背景變項

計算描述性的指標，包含各個測量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樣本背景組成的次數

分配與百分比，以初步了解樣本及資料的樣態。在相關分析的部分，本研究計算

各個測量變項兩兩之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此相關係數指標有利於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假設驗證的迴歸分析之前，先了解主要

的研究變項之間的關聯是否符合研究在推論上的預期，作為一初步的假設檢驗。

而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的部分，本研究針對各研究變項，逐項計算其

Cronbach’s α，作為內部一致性信度的係數指標，用以確認研究變項中各題項的

適切性。 

 

貳、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部分，本研究藉由探究同時檢驗各個研究變項題目背後

的因素結構，以了解研究架設所建構的研究模型在測量模式上的合適性並確立研

究變項的建構效度。再者，為確認本研究的主要變項之間得以彼此區分，研究者

亦透過模式比較（model competing）來確認研究模型具有適配性，並以比較性適

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大於.90 為良好適配）、近似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低於.08 為良好適配）、標準化均方

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低於.08 為良好適配）、

以及卡方值的變化（delta chi-square, ∆𝑅2）之資訊與係數作為判斷基準，以確認

此研究架構為最佳適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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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依序將控制變項、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放入迴歸模式中來

驗證 H1與 H2的中介效果假設，並輔以 PROCESS 套件（model 8）進行拔靴法

（bootstrapping），以確認間接效果的存在（Hayes, 2013）。隨後，再將調節變項

與交互作用項放入迴歸模式中檢驗 H3與 H4調節式中介效果的假設，並且同樣以

PROCESS 套件拔靴法所產出的結果來驗證調節式中介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

調節式中介的檢驗階段，本研究根據 Aiken 與 West（1991）的建議，將前置變

項（主管－部屬個人關係）與調節變項（知覺權力差距）先進行標準化的處理，

調整其平均數為 0、標準差為 1，再將兩變項標準化後的 Z 分數相乘計算出交互

作用項使用，如此可以避免兩研究變項之交互作用項與這些研究變項之間具有高

相關性而導致的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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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初步分析 

 

本研究控制變項與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內部一致性係數、及各測量

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如表 4-1 所示。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結果顯示，主管－部屬

個人關係與員工建言具有正向關係（r = .21，p < .01），這與過去研究多顯示主管

部屬關係有利於員工建言的結果相符；而在兩種中介變項上，主管－部屬個人關

係與知覺地位感、服從不貳皆有正向關係（r = .49，p < .01；r = .35，p < .01），

表示當員工與主管之間具有愈高的個人關係，部屬也會知覺到較高的地位感、服

從不貳，亦符合理論預期；在結果變項上，部屬知覺之地位感與其展現的員工建

言呈現正相關（r = .29，p < .01），此部分符合推論預期，然而服從不貳與員工建

言之間的相關不顯著（r = -.04，n.s.）；最後，在調節變項上，部屬知覺之權力差

距與員工建言之間的相關不顯著（r = -.14，n.s.），而對於變項是否會調節中介效

果有待更進一步分析。 

 

第二節 測量模式比較 

 

在進行研究假設的驗證之前，須先確定研究變項的題項是否能反映出預期要

探討的構念，以及這些題項背後因素結構的適配性。具體上，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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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比較各種可能的測量模式，來確認本研究所建立的測量模式為最佳模式，並且

同時確保這些研究變項之間的區辨效度。再者，為了維持適當的指標變項與樣本

數比率（indicator to sample size ration）（Bagozzi & Edwards, 1998; Bagozzi & 

Heatherton, 1994），使用題目分群的方法，即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先將原始的題

目各自合併為數個群組，再以這些群組分數作為因素分析最下層的指標變項（the 

lowest-order indicator variables）（Bandalos & Finney, 2001）。研究者將知覺權力差

距與建言行為分別進行題目隨機分群（Parceling），並分為三個指標變項（知覺

權力差距為三組各 2 題、建言行為為三組各 3 題）。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各測量模式之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本研究預期

的五因素模式（主管－部屬個人關係、知覺地位感、服從不貳、建言行為、知覺

權力差距）之適配度具有可接受的結果（χ2（199, N = 181）= 456.18，CFI = 0.91，

SRMR = 0.07，RMSEA = 0.08）；再者，將五因素模式的指標與其他替代模式所

得到的指標進行比較：四因素模式（主管－部屬個人關係與服從不貳合併）之適

配度（χ2（203, N = 181）= 797.27，CFI = 0.79，SRMR = 0.10，RMSEA = 0.13）、

三因素模式（主管－部屬個人關係、服從不貳與知覺地位感合併）之適配度（χ2

（206, N = 181）= 1058.74，CFI = 0.70，SRMR = 0.13，RMSEA = 0.15）、二因素

模式（主管－部屬個人關係、服從不貳、知覺地位感與建言行為合併）之適配度

（χ2（208, N = 181）= 1135.44，CFI = 0.67，SRMR = 0.13，RMSEA = 0.16），及

所有研究變項合併的一因素模式之適配度（χ2（209, N = 181）= 1666.44，CFI = 0.48，

SRMR = 0.15，RMSEA = 0.20），比較各替代模式之適配度指標後可得知，研究

所建立的五因素模式顯著地優於其他替代模式，由此可推論此五因素模式具有最

佳的適配性，而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研究變項皆具有良好的區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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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主要變數之敘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N = 181） 

變項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控制變項            

1. 性別 0.71 0.45 -              

2. 組織年資（年） 7.25 7.51 .14  -        

3. 共事時間（年） 5.68 6.21 .09 .79**  -       

4. 互動頻率 7.86 1.92 .07 .08 .06 -      

研究變項            

5. 個人關係 4.08 1.29 .01  .00 .00 .35** (.86)     

6. 知覺權力差距 3.60 0.95 .09 .17* .13 -.30** -.35** (.78)    

7. 知覺地位感 5.58 0.92 -.13  -.03 -.02 .34** .49** -.44** (.94)   

8. 服從不貳 5.08 1.10 .02  .16*  .11 .26** .35** .37** -.03 (.86)  

9. 員工建言 4.90 1.19 -.09  .19** .17* .22** .21** .29** -.04 -.15* (.96) 

註：性別：男性 = 0、女性 = 1。*p < .05. **p < .01. 

 

表 4-2 測量模式之適合度比較 

模式類型 因子 χ2 df Δχ2 CFI SRMR RMSEA 

虛無模式  3040.31 231     

五因素模式 研究之假設模式 456.18 199  0.91 0.07 0.08 

四因素模式 個人關係與服從不貳合併 797.27 203 341.09** 0.79 0.10 0.13 

三因素模式 個人關係、服從不貳與知覺地位感合併 1058.74 206 602.56** 0.70 0.13 0.15 

二因素模式 個人關係、服從不貳、知覺地位感與權力差距合併 1135.44 208 679.26** 0.67 0.13 0.16 

單因素模式 所有因子合併 1666.44 209 1210.26** 0.48 0.1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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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假設驗證 

 

在假設驗證的階段中，將以階層迴歸分析來依序檢驗本研究提出的中介效果

與調節式中介效果。首先，在中介效果的部分，係採用 Kenny 等人（1998）的建

議，以下列三項條件來檢視中介效果的存在：（1）前置變項對中介變項的預測效

果達顯著，（2）同時放入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時，中介變項對結果變項的預測效

果仍達顯著，（3）間接效果達顯著。值得一提的是，原先在中介效果的驗證上需

要總效果顯著的條件被去除的原因是研究推論的雙中介路徑效果方向相反，這表

示當兩中介效果皆存在時總效果可能會彼此相互抵銷而無法呈現顯著的結果，由

此可理解即使總效果未呈現顯著，中介效果亦可能存在，故在中介效果的檢驗條

件上，此一條件應可省略（Edward & Lambert, 2007; Kenny et al., 1998）。本研究將

依序針對中介效果的成立條件進行檢驗。 

中介效果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首先，在將控制變項的效果進行控制

並排除之後，主管－部屬個人關係對於部屬之知覺地位感（β = .41，p < .01）及服

從不貳（β = .30，p < .01）皆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第一項條件成立；接著，

同時放入控制變項、主管－部屬個人關係、知覺地位感、及服從不貳，在控制了

前兩者的效果後，知覺地位感（β = .27，p < .01）與服從不貳（β = -.25，p < .01）

分別對於員工建言具有正向與負向的預測效果，第二項條件亦成立；最後，本研

究使用 PROCESS 之 SPSS 套件，將控制與研究變項放入並以拔靴法分析檢驗間接

效果是否存在（Hayes, 2013），在 95%的信心水準下重複抽取放回 5000 次，結果

如表 4-4 所示：知覺地位感的間接效果為.102，其信賴區間範圍為[.033, .198]，區

間不包含 0；服從不貳的間接效果為-.070，其信賴區間範圍為[-.146, -.023]，區間

亦不包含 0，兩中介變項之間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第三項條件亦成立。綜上分析，

H1與 H2此兩中介效果皆獲得支持，表示部屬與主管的個人關係會透過知覺地位感

與服從不貳這兩種中介機制而同時對部屬的建言行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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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雙中介效果的迴歸分析 

變項 知覺地位感 服從不貳 員工建言 

Step 1 控制變項    

性別 -.14* -.02 -.13 

共事時間 .02 -.06 .05 

組織年資 -.05 .19 .16 

互動頻率 .36** .25** .22** 

(ΔR2) (.14)** (.09)** (.10)** 

    

Step 2 前置變項/中介變項    

個人關係 .41** .30** .12 

知覺地位感   .27** 

服從不貳   -.25** 

(ΔR2) (.15)** (.08)** (.10)** 

合計R2 .29 .07 .20 

調整後R2 .27 .15 .17 

F值 14.41** 7.13** 6.14** 

自由度    5,175 5,175 7,173 

註：無括弧之數值為標準化係數；N = 181。 
* p < .05. ** p < .01. 

 

表 4-4 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檢驗結果 

中介變項 效果估計值 標準誤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知覺地位 .10 .04 .033 .198 

服從不貳 -.07 .03 -.146 -.023 

 

 在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的部分，本研究根據 Edwards 與 Lambert（2007）及

Hayes（2017）的建議：調節式中介效果的存在需要以下列條件進行驗證，分別是 

（1）調節變項對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的調節效果達顯著，（2）中介變項對結果變

項的預測效果達顯著，（3）調節式中介指標（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達顯

著。接下來，本研究將依序檢驗上述條件以驗證研究中的調節式中介假設。 

 調節式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首先，在將控制變項、主

管－部屬個人關係及知覺權力差距的效果進行控制並排除之後，主－部個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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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覺權力差距的交互作用項對於知覺地位感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𝛽 = .19，p 

< .01），同一交互作用項對於服從不貳有顯著的負向預測效果（𝛽 = -.16，p < .05），

表示兩調節效果達顯著，第一項條件成立；接著，在排除了控制變項、主－部個

人關係、知覺權力差距及交互作用項的效果之後，知覺地位感對於員工建言行為

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𝛽 = .26，p < .01），而服從不貳對於員工建言則有顯著的

負向預測效果（𝛽 = -.24，p < .01），第二項條件亦成立；最後，同樣使用 PROCESS

之 SPSS 套件，將控制與研究變項放入並以拔靴法來檢驗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其

結果如表 4-6 所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重複抽取放回 5000 次，代表知覺權力差

距調節效果與知覺地位感中介效果之乘積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為.04，其信賴區

間為[.009, .089]，區間不包含 0，代表此指標達顯著，而代表知覺權力差距調節效

果與服從不貳中介效果之乘積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為 .03，其信賴區間為

[.004, .080]，區間不包含 0，代表此指標亦達顯著，第三項條件成立。本研究中 H3

與 H4之調節式中介效果皆滿足了上述條件。 

最後，為觀察調節效果的方向是否與推論預期相符，本研究以 SPSS 之

PROCESS 套件進行分析，同樣進行拔靴法在 95%的信心水準下重複抽取放回 5000

次並計算出其信賴區間，結果如表 4-7 與表 4-8 所示，在低權力差距（-1 SD）時

知覺地位感的中介效果為.03，其信賴區間為[-.009, .096]，區間包含 0，高權力差

距（+1 SD）時知覺地位感的中介效果為 0.11，其信賴區間為[.033, .215]，區間不

包含 0，表示部屬在知覺低權力差距時知覺地位感的中介效果不顯著、高權力差距

時知覺地位感的中介效果達顯著，符合本研究 H3的調節效果方向；接著，在低權

力差距（-1 SD）時服從不貳的中介效果為-.11，其信賴區間為[-.223, -.039]，區間

不包含 0，高權力差距（+1 SD）時服從不貳的中介效果為-.05，其信賴區間為[-.123, 

-.006]，區間亦不包含 0，在部屬知覺低權力差距時服從不貳的中介效果強於低權

力差距時的中介效果，此結果亦符合本研究 H4的調節效果方向。此結果顯示：在

知覺地位感方面，在部屬知覺權力差距高時，個人關係方能提升部屬的知覺地位

感，並透過關係理性模式來增加建言，而在知覺權力差距低時則無此效果（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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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從不貳方面，在部屬知覺權力差距低時，個人關係方能提升部屬的服從不貳，

並透過關係中心模式來減少建言，而在知覺權力差距高時此段效果較弱（圖 4-2）。

綜上分析結果，本研究的 H3 與 H4 調節式中介效果皆能成立且方向與理論預期相

符，假設獲得支持。 

 

表 4-5 知覺權力差距調節式中介效果之迴歸分析 

變項 知覺地位感 服從不貳 員工建言 

Step 1 控制變項    

性別 -.14* -.02 -.13 

共事時間 .02 -.06 .05 

組織年資 -.05 .19 .16 

互動頻率 .36** .25** .22** 

(ΔR2) (.14)** (.09)** (.10)** 

    

Step 2 前置變項    

個人關係 .41** .30** .16* 

(ΔR2) (.15)** (.08)** (.22)* 

    

Step 3 調節變項    

知覺權力差距 -.27** .12 -.10 

(ΔR2) (.06)** (.01) (.01) 

    

Step 4 交互作用項/中介變項    

個人關係 × 知覺權力差距 .19** -.16* .03 

知覺地位感   .26** 

服從不貳   -.24** 

(ΔR2) (.04)** (.03)* (.07)** 

合計R2 .39 .20 .20 

調整後R2 .36 .17 .16 

F值 15.60** 6.41** 4.74** 

自由度 7,173 7,173 9,171 

註：無括弧之數值為標準化係數；N = 181。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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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知覺權力差距對於個人關係與知覺地位感的交互作用圖 

 

 

 

圖 4-2：知覺權力差距對於個人關係與服從不貳的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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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知覺權力差距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指標  

中介變項 
調節式中介 

指標 
標準誤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知覺地位 .04 .02 .009 .089 

服從不貳 .03 .02 .004 .080 

 

表 4-7 知覺權力差距對知覺地位感的條件式間接效果指標  

權力差距數值 間接效果值 標準誤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平均數－1標準差 .03 .03 -.009 .096 

平均數＋1標準差 .11 .05 .033 .215 

 

表 4-8 知覺權力差距對服從不貳的條件式間接效果指標  

權力差距數值 間接效果值 標準誤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平均數－1標準差 -.11 .05 -.223 -.039 

平均數＋1標準差 -.05 .03 -.12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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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將針對研究之結果、理論與實務上的貢獻、研究之限制、及未來研究方

向依序進行說明與討論。 

 

第一節 結果討論 

 

本研究以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作為整體觀點，探究華人的主管部屬關係與部

屬建言之間的關聯性，試圖釐清在關係不同面向中兩種具有階層意涵的心理知覺

與傾向（知覺地位感、服從不貳）對於關係與建言是否同時具有正向與負向的中

介效果；接著，本研究也藉由探討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對於此二中介效果的調節

效果，試圖找出二元模式的疆界條件，以了解關係在不同權力差距下的運作情況，

作為機制的區分性調節因素。結果顯示，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在關係理性模式與關

係中心模式中分別可透過知覺地位感與服從不貳的提升，同時促進及抑制部屬的

建言行為。此結果回應了過去華人關係與建言的研究缺口，亦即 Davidson 等人

（2017）認為華人關係的內涵與運作對於建言同時具有正向促進以及負向抑制的

潛在效果。本研究立足於此，除了確立關係對於建言的雙向效果之外，亦從關係

的二元模式出發，探明關係到建言兩種機制的中介因素。具體而言，本研究找出

了華人關係在部屬觀點上的兩種面向：部屬能利用關係的優勢與好處來達到目標

（關係理性），亦須遵循關係背後所賦予的義務與規則（關係中心）。在建言的展

現上，兩面向的同時運作，便容易使部屬同時具有「高位階的地位感」與「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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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對上級服從不貳傾向」，產生既具有高地位亦身處階層下位的矛盾感受，形成

一種既能建言又不能建言的兩難。 

 在調節效果的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會調節關係理性模式

中知覺地位感對於關係與建言的中介效果。知覺權力差距高（＋1 SD）時，此段

中介關係達顯著；知覺權力差距低（－1 SD）時，此段中介效果則不顯著。這樣

的結果，表示當部屬知覺到自己與主管之間權力的差距較高時，部屬與主管的關

係較能透過提升部屬所知覺的地位感受進而向主管提出建言；反之，當部屬知覺

到自己與主管之間權力的差距較低時，部屬與主管的關係則無此段透過地位提升

而增進建言的效果。此一結果意味了：當部屬認為主管透過工作資源的掌控而產

生的影響力遠大於部屬本身的影響力時（即知覺權力差距高），部屬會在與主管互

動中感受到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此時權力較低的部屬較容易引發理性自利與目標

導向的一面（Schaerer et al., 2018），且更容易透過關係來獲取地位感，以此作為自

身影響力的來源並向主管提出建言；這也表示在知覺權力差距高時，關係的理性

模式方能運作。反之，部屬知覺雙方的權力關係較為平等（即知覺權力差距低）

時，部屬在與主管的互動之間較見到主管向部屬諮詢意見、交付重要任務等賦權

的作法，此時無論雙方關係品質的高低，部屬皆容易獲得主管的尊重和重視，也

因此地位感的高低較不容易受到雙方關係的不同而改變。 

    此外，研究結果亦指出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會調節關係中心模式中服從不貳

對於關係與建言的中介效果，知覺權力差距高（＋1 SD）時此段中介效果較弱，

而知覺權力差距低（－1 SD）時此段中介效果則較強。這樣的結果，表示雖然在

部屬知覺權力差距高或低的情境下，服從不貳皆能中介關係與建言的負向效果，

但在知覺權力差距高的條件下此一中介效果會較強。此一結果意味了：當部屬認

為主管的權力遠大於自己本身時（即權力差距高），主管的權威形象較為顯著，此

時會引發華人部屬在互動中的權威取向（楊國樞，1993），部屬傾向以尊尊法則來

與具有權威的主管進行互動（黃光國，1995），並具有較為服從的心理與行為傾向，

也因此部屬是否產生服從不貳傾向與雙方關係之間關聯性較弱。反之，當部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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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主管與自己的權力差距不大時（即權力差距低），主管以較為平等而共享的方式

在工作上進行互動，主管展現出較少的權威形象，此時部屬是否會產生對主管的

服從不貳傾向進而減少提出建言，則會端視自己與主管之間的關係是緊密抑或疏

遠。由此觀之，在知覺權力差距低時，關係的中心模式的運作機制較強。在本節

最後附上研究假設驗證的結果摘要（表 5-1）。 

 

表 5-1 研究結果摘要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華人主管部屬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知覺地位感增加部屬建言 支持 

H2：華人主管部屬關係會透過提升部屬服從不貳減少部屬建言 支持 

H3：部屬知覺權力差距會調節主管部屬關係透過知覺地位感增加建

言的中介效果。當權力差距高時，主管部屬關係透過知覺地位感增

加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強；反之，當權力差距低時，主管部屬關係透

過知覺地位感增加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弱。 

支持 

H4：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會調節主管部屬關係透過服從不貳減少建

言的中介效果。當權力差距高時，主管部屬關係透過服從不貳減少

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弱；反之，當權力差距低時，主管部屬關係透過

服從不貳減少建言的中介效果較強。 

支持 

 

第二節 理論與實務貢獻 

 

壹、理論貢獻 

 

在既有研究與理論上，本研究有以下幾點貢獻。首先，本研究採用了能囊括

華人關係意涵的理論觀點，來探究主管部屬關係與部屬建言之間的關聯性。有別

於過去研究多偏向從正向的角度討論關係如何促進部屬的建言行為，同時探究正

向與負向的效果，並進一步地以更具華人獨特性的階層概念釐清關係與建言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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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機制，提供了關係既能增加亦能減少建言行為的相關證據。因此，本研究回應

了 Davidson 等人（2017）在建言研究的結果及缺口，藉由更貼近華人關係內涵的

推論與驗證其對於建言的效果，捕捉華人部屬建言更為完整的樣貌。具體而言，

透過華人關係取向的二元模式，本研究發掘了關係對於建言兩種方向的機制，填

補了 Davidson 等人（2017）無法直接驗證關係－建言機制的缺口，並釐清了部屬

建言同時受到關係的正負向兩種效果拉扯的原因。 

其次，本研究跳脫過往的交換觀點，以華人本土的理論觀點來論述華人關係

對於部屬效能的影響。在部屬建言的議題上，本研究採用了黃懿慧（2002）所提

出的關係取向二元模式，分別自關係取向的理性模式與中心模式兩種不同而並存

的面向進行推論。具體而言，本研究捕捉到華人部屬在自身與主管的關係中所蘊

含的兩種不同面向，並且驗證了兩種面向同時對於部屬建言造成正反向兩種效果。

藉由本研究的探討，不僅釐清了華人關係對於建言的雙面機制，亦與關係取向的

二元觀點進行對話，帶來實徵的貢獻，並拓展華人組織行為的知識。 

再者，過去探究關係與建言之關聯性的研究，多是以較具文化普同性的工作

情境因素作為調節變項（例如：工作控制感、程序公平）；然而，本研究根據文化

脈絡，以對華人部屬具有顯著影響性的情境因子－權力差距作為關係到建言效果

的調節因素，驗證了部屬在與不同權力差距知覺的主管互動時，是如何解釋自身

與主管之間的關係並決定是否提出建言。此結果亦回應了過往研究對於情境調節

的呼籲，找到了更貼近華人關係與建言的影響因素（Botero & Van Dyne, 2009; 

Davidson et al., 2017）。值得一提的是，以知覺權力差距為調節變項，更能突顯權

力差距在理性模式與中心模式中所分別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對於部屬如何解釋

關係所具有的不同功能，這不僅在關係理性模式中檢視了 Schaerer 等人（2018）

所提及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的效果，亦在關係中心模式中呼應了華人社會較具特色

的權威取向的運作（楊國樞，1993），以權力為主軸，同時與東西兩方的研究進行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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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顧過往的華人研究，社會關係、權力運作、以及地位階層皆被認為

是華人情境中的重要概念，且皆在華人本土文化的研究中被視為是影響華人個體、

群體，以至整個社會的核心元素（e.g., 楊國樞，1993；Hwang，1987；周麗芳，

2002）。這些概念亦被認為彼此相互關聯並鑲嵌，交互運作於華人的集體社會之中，

也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華人具有一種「階層的關係主義」的說法，描繪階層與權力

如何運作於華人的個體關係之間（Liu, 2015）。本研究在建言的探究上，亦整合了

關係、權力、地位階層這三類概念，並且試圖以關係為核心來討論在三者的互動

下對於建言此類具有挑戰意味的角色外行為能帶來何種影響，關係中的部屬又如

何受到這些因素而牽動。 

 

貳、實務貢獻 

 

華人的企業組織比起西方的組織具有較高的權力距離與集體主義（Hofstede & 

Hofstede, 2004），在這樣的背景下，主管可能並不樂見部屬頻繁地提出有別於自己

想法與決策的建言或是挑戰自己的管理模式。然而，站在企業需不斷創新、生存

與發展的立場上，員工的建言不僅能為團隊組織提供更有效率及效益的做法，亦

能及早察覺並處理潛在的工作問題。在高度競爭與快速變動的現代企業環境中，

若能妥善地運用員工的建設性表達，將能為組織或團隊創造優勢。因此，無論是

華人抑或西方組織中，員工的建言皆非常重要。在華人主管的角度上，本研究的

結果發現主管與部屬之間的關係是影響部屬建言意願的重要因素；然而，關係非

但會促進部屬提出建言，同時也抑制部屬的建言。其原因在於，華人關係的內涵

中所蘊藏著階層與地位的機制。與主管關係密切的部屬同時面臨著「利用關係更

容易提出建言」以及「遵循關係更傾向服從」的兩難，使得關係對於華人部屬而

言是為一種雙面刃。根據此發現，主管在進行決策時，可以雙面刃的機制作為參

考，以做相應的管理，並多加留意平時與自己關係較為親近的部屬群，是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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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刃的束縛而傾向保留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具體而言，當主管在與部屬的互動

中展現較低的權威性，因而促發部屬的關係中心模式時，亦能適時地透過管理技

巧，來促進部屬進行建設性的意見表達，避免讓自己與部屬的關係連結反而成為

了一種沉默的原因。 

在員工的角度上，華人部屬在工作內外和主管能有頻繁的互動往來，進而與

其建立良好的關係連結，有助於自己在工作上更容易獲得主管的幫助與照顧。甚

至，當部屬與主管彼此透過關係而認識加深，主管便容易將適合的工作任務指派

給部屬，並幫助其在職涯上的發展與成長。因此，部屬可藉由自己與主管的關係

連結，在工作中得到主管的尊重、認知自己在工作上的貢獻被主管所重視（即地

位感的提升），藉此在與主管的互動中帶來影響力，以進行建言。再者，當部屬知

覺權力差距愈低時，關係與服從主管的關聯性愈高，此時部屬亦可檢視自己在工

作上，是否出於服從主管，而選擇放棄提出自己的想法或問題。總結來說，部屬

能透過理解主管部屬關係中的不同面向，釐清關係所賦予的優勢以及相對應的義

務。部屬可藉由適當地判斷主管在互動中所營造的情境，理解主管是否在決策上

需要部屬提出自己的意見，並選擇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建言。除此之外，在部屬知

覺權力差距較低的情境下，比起出於關係背後的義務服從主管，部屬若把握主管

尋求部屬意見或討論決策的機會，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此能作為突破關係雙面刃

機制，對團隊、主管、甚至組織都帶來幫助。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來源隔離法，使用對偶式資料的收集方式分別收集部屬與主管的

資料。儘管如此，除了員工建言係由主管針對部屬評分之外，其他研究變項皆由

部屬於同一時間點進行填答，因此仍然可能存有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如此一來，可能產生變項之間的出現假性的相關結果，而非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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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相關性，進而使研究在效度上有所疑慮。然而，本研究在驗證性因素分析

的結果顯示：研究假設的五因子模式在適配度指標上明顯優於其他替代模式；這

樣的結果，除了證明所有研究變項確實於概念上得以區分之外，亦表示研究變項

之上並無跨概念的「共同方法變異因子」造成重大的影響（Podsakoff et al., 2003）。

因此，可相信共同方法變異對於研究結果的影響有限。未來研究若欲進一步減輕

此類疑慮，在測量上亦可採用將前置變項、中介變項、結果變項以跨三個時間點

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搭配時間隔離的方法以更大程度地減少 CMV 的疑慮。 

 本研究在測量時已要求部屬先進行員工問卷的填答，而後再請該部屬邀請自

己的直屬主管填寫主管問卷。然而，由於在實際的資料收集上發現多數主管在填

答問卷的時間與部屬填答問卷的時間較為相近，因此本研究仍將對偶式問卷視為

同一時間點的收集。如此一來，這意味著本研究也因此有因果關係混淆的疑慮，

亦即具有倒果為因的可能性。然而回顧過往的研究，主管部屬關係與建言相關的

研究多數是以關係為前因、建言為後果（e.g., Van Dyne et al., 2008; Burris et al., 

2008），而部屬知覺的地位感以及服從傾向在推論邏輯上亦應介於兩者之間；此外，

若將研究變項前後反轉，亦無合適的觀點能進行解釋，因此因果混淆的疑慮應較

低。未來研究若欲再降低此疑慮，同樣地建議以來源隔離法搭配時間隔離法（即

前段所提及三個時間點）的收集方式來進行測量。 

 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為壓抑效果（suppressor effect）的潛在可能。在本研究的

負向機制提出主管部屬關係會經由提升部屬的服從不貳進而減少建言，故在關聯

性上，服從不貳與建言行為兩者之間應存在顯著的負相關；但是，本研究的樣本

敘述性統計結果顯示：部屬的服從不貳與建言行為之間的負相關未達顯著（r = -.04, 

n.s.）；然而，在驗證中介效果的存在時，同時將主管部屬關係、知覺地位感以及服

從不貳納入預測員工建言，服從不貳對於員工建言的負向預測效果達顯著（β = 

-.25, p < .01），這表示此段關係可能存在壓抑效果。壓抑效果是指當某一預測變項

的納入會使另一個預測變項增加其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此變項即為壓抑變項

（suppressor）而出現壓抑效果（Conger, 1974）。本研究回顧過往探究壓抑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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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透過 Tzelgov 與 Henik（1991）所提供的公式檢驗壓抑變項的存在，計算

公式如 5-1 式所示，其中 p 表示預測變項、c 表示效標變項、s 表示壓抑變項。此

計算公式為一不等式，當此不等式成立時，即表示壓抑變項 s 在當中具有壓抑效

果。 

 

1 −
𝑟𝑝𝑠

𝑘
> 1 − 𝑟𝑝𝑠

2 , with 𝑘 =
𝑟𝑐𝑝

𝑟𝑐𝑠
       （5-1） 

 

本研究使用此一公式，以知覺地位感為預測變項（p）、員工建言為效標變項

（c）、服從不貳為壓抑變項（s），進行公式計算，結果如 5-2 式所示： 

 

1 −
0.37

−7.25
= 1.05 > 1 − 0.372 = 0.86      （5-2） 

 

接著，若以服從不貳為預測變項（p）、員工建言為效標變項（c）、知覺地位

感為壓抑變項（s），進行公式計算，結果如 5-3 式所示： 

 

1 −
0.37

−0.14
= 3.64 > 1 − 0.372 = 0.86      （5-3） 

 

 

透過上述計算結果，結果顯示：不論是將服從不貳或是知覺地位感作為壓抑

變項，此一不等式皆可成立（5-2 式中，1.05＞0.86；5-3 式中，3.64＞0.86）。因此，

本研究發現知覺地位感與服從不貳其實彼此互為壓抑變項，亦即當此二變項同時

納入預測員工建言時，會提升另一個預測變項的預測力。雖然研究多認為壓抑效

果的存在會影響研究結果的有效性，但實際上過去亦有學者站在較為正面的觀點，

指出壓抑變項能透過控制另一變項的無關變異（irrelevant variance）以突顯該變項

真正的預測效果（e.g., Moser & Schuler, 2004; Bruch et al., 1997）。此外，另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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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當前置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間有兩個中介變項且作用方向正好相反時，中介變

項確實可能為壓抑變項，但如果具有理論上的依據，壓抑變項亦可作為一個中介

變項，對於研究理論的發展反而可能帶來貢獻（林鉦棽、彭台光，2012；Zhao 等

人，2010）。在本研究中，服從不貳與知覺地位感彼此具有正相關，但在理論上對

於員工建言的效果方向相反，意味著兩者可能相生相伴，亦即部屬提升地位感的

代價可能為須對主管產生服從不貳的傾向，反之部屬傾向對主管服從不貳的同時

亦獲得了地位感的提升。因此，在預測部屬建言行為時，將兩個中介變項同時納

入迴歸式並透過控制一變項的效果來排除另一變項的無關變異，應屬合理。部屬

在提升地位感的同時亦產生更多的服從傾向；反之亦然，當部屬藉由關係得到的

較高的地位感時，可能為了維持自身的地位感，而選擇不向主管提出建言。因此

當部屬的地位感被加以控制時，部屬的服從不貳對於員工建言的負向效果方得以

彰顯。未來研究仍可針對雙面機制中壓抑效果的出現進行更深入地探究與驗證。 

最後，在本研究驗證了主管部屬關係對於建言的雙面機制，找出了關係對於

建言同時具有促進與抑制的效果，亦發現部屬知覺權力差距可強化關係理性模式

的運作、弱化關係中心模式的運作；然而，本研究亦發現由於權力差距與關係在

兩種模式中的互補性，無論部屬知覺權力差距程度的高低，部屬建言都會由於關

係的提升而出現兩難的困境。未來研究若欲解決此問題，能藉由納入其他的情境

或個人因素做為調節變項，或是以不同的調節因子來檢驗能獨立強化或弱化其中

一種關係模式的疆界條件，以化解關係對建言帶來的困境。 

 

 

第四節 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針對本研究所討論的建言行為，本研究係採用 Van Dyne 與 LePine 

（1998）的觀點，將建言視為一整體的概念與行為；然而，實際上過去的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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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於建言的類型與分類仍有眾多不同的看法，近年來亦有學者認為建言具有不

同的內涵與種類，例如 Maynes 與 Podsakoff（2014）提出建言可依據建言本身的

性質分類成建設型建言（constructive voice）、支持型建言（supportive voice）、防

衛型建言（defensive voice）、以及破壞型建言（destructive voice）。上述研究嘗試

去揭露建言行為的多元內涵，並相信員工或部屬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會做出不同

類型的建言。本研究以華人主管部屬關係的不同面向來探討建言，在此一觀點下，

不同關係面向（即關係理性模式與關係中心模式）確實可能會促進部屬提出不同

類型的建言，例如：部屬可能基於關係中心模式，而傾向僅提出支持型建言，避

免較具有挑戰權威性的破壞型建言。再者，亦有學者認為建言具有場合敏感性，

亦即在面對權威者與公開討論之場合，表達個人意見會面臨強勢意見（dominant 

opinion）與多數意見（majority opinion）的壓力（Cialdiani & Goldstein, 2004），導

致部屬在不同場合下的建言行為可能因此不同，因此曾有研究依據建言的場合區

分為公開建言與私下建言（周麗芳等人，2013）。本研究以華人組織為文化情境，

雖然在建言的測量上並不限於私下或公開的場合，然而華人部屬確實可能為避免

破壞和諧、顧及主管面子，而避免在公開場合上當面提出自己的意見，選擇私下

向主管進行建言。綜上所述，不同建言內容與建言場合皆可能為部屬的建言帶來

不同的效果，未來研究亦可針對以上議題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接著在中介機制的部分，本研究藉由探討華人社會中相當重視的階層地位概

念，以具有文化特性的觀點，探詢兩種讓部屬產生矛盾心理的中介心理機制（即

知覺地位感與服從不貳）。其中，部屬向主管服從不貳的概念其實源自於姜定宇等

人（2007）的忠誠內涵，係為華人部屬對主管忠誠的向度之一。進一步回顧過往

主管忠誠的眾內涵，便能發現不同的忠誠內涵對於建言可能有不同的效果。例如：

忠誠向度中的「業務輔佐」，便是描述部屬主動提供主管所不知道的資訊，背後可

能隱含著忠誠與部屬建言的正向關係；「認同內化」則表示部屬與主管擁有相同的

感受和價值觀，此時部屬是否提出建言可能會決定於主管的價值觀，此向度的忠

誠與建言的關係不明確。根據上述，本研究認為，部屬與主管的關係促進對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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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忠誠，然而不同的主管忠誠向度，可能對於建言具有不同方向或強弱的效果，

進而讓部屬的忠誠在建言與否的問題上出現矛盾的現象。過去研究對於此一潛在

問題的探究仍然不多，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此一待解議題深入探究。 

最後，在調節因素上本研究採用部屬知覺的權力差距，探討在不同的調節情

境下，部屬會如何解釋自己與主管的關係，並對後續的建言行動造成影響。本研

究以同時含有文化普同性與文化獨特性的觀點，分別論述華人在不同的關係模式

中，知覺權力差距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功能。最後，驗證出知覺權力差距強化理性

模式、弱化中心模式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影響建言的機制，

除了會受到部屬知覺的情境影響之外（如知覺權力差距），部屬本身是否具有華人

的文化價值觀，亦可能是華人獨特的關係內涵促使部屬遵循文化傳統，進而影響

建言的重要關鍵。因此未來研究在此一議題上，亦可探尋文化價值觀的相關概念，

進一步探究。例如，權力距離導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即是一重要且文化

價值觀特性的個人變項，指的是個體對於權力與階層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Kirkman et al., 2009; Lin et al, 2013）。既有研究認為權力距離導向愈高的部屬本

身可能更傾向遵循關係中的階層（Davidson et al., 2017），因此部屬有傾向服膺關

係中的階層角色義務，而放棄理性地利用自己與主管的關係來提出挑戰性的意見，

此時關係中心模式將會被強化、關係理性模式則會被削弱。此外，本研究認為關

係中具有的不同面向可分別經由不同的模式與機制來影響建言，未來研究亦可針

對兩不同的模式分別探討其他合適的情境或個人調節因素，以兩個不同的調節變

項分別探討兩個模式的疆界條件。例如：在理性模式中，具有高績效表現的部屬，

在團隊中往往擁有更高的影響力，因此更能利用關係來獲取地位，並以此提出建

言；而在關係中心模式中，高遵從權威取向的部屬可能愈傾向在關係中遵守下位

者服從的義務（Cheng et al., 2004）。藉由分別探討兩種關係模式的調節因素，將能

更容易發現對特定模式的運作具有影響效果的關鍵調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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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有別於過去的研究多相信主管部屬的關係能夠促進建言行為，本研究透過更

深入地探究華人關係的複雜內涵，並輔以更能涵括華人文化的理論觀點，試圖探

究華人主管部屬關係對於部屬建言的雙重影響歷程。研究結果顯示，華人主管部

屬的關係能夠透過不同的中介歷程分別對於部屬的建言行為帶來一正一負的影響，

而部屬知覺自己與主管的權力差距能強化正向的中介機制並弱化負向中介的機制。

此研究結果指出了主管部屬的關係在華人的情境中是為一種雙面刃，使部屬在建

言上產生兩難，此外權力差距又在此雙面機制中各自扮演了一些角色。本研究以

一個更具多元性與文化特性的觀點來探討部屬的建言，同時填補了過往研究的缺

口，揭開了華人關係對建言更複雜而有獨特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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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部屬問卷 

 

員工問卷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本問卷，您的協助對本研究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這

是一份學術問卷，目的在於瞭解「您工作時的狀況、感受以及您與直屬主管的互

動」。 

本問卷為不記名填答，填答時間約十五至二十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將絕對

保密，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並只作整體統計分析，不作個別分析，主管與部屬雙方

絕不會看到彼此的填答結果，請放心如實地填答。問卷中與主管有關的題項請針

對您的直屬主管進行填答。問卷的各個題項並無標準答案，請詳細閱讀每一部分

的答題說明，按照自己的想法或實際情況作答。填答完畢後，請您協助檢查有無

漏答，再將填好的問卷放入信封加以彌封，並於收到問卷的一週內交回或寄給研

究者(勿透過直屬主管轉交)。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您與我連絡！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祝您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工商組 

指導教授：吳宗祐 博士 

研究生：陳昱豪 敬上 

手機：09xx-xxx-xxx 

E-mail：xxxxxxxx@xxxxxx 

 

※請在此處填寫您的直屬主管資料： 

直屬主管姓名的最後一個字(中文)：________性別：________ 

您與直屬主管的共事時間：_______年________個月 

您平常與直屬主管互動的頻率 (1 - 10分，分數越高表示頻率越高)：_________ 

(此部分目的是在分析上使主管與部屬的問卷能夠正確配對，結果絕對保密) 

 

(下一頁，問卷開始)  

編號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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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本部份的題目是描述「您與直屬主管

的互動關係」請您依據您與您的直屬主管在工作

內外的互動情況來作答，並在右邊欄位中(1 到

7)圈選出您對這些敘述的同意程度。數字越大，

表示您越認同這些敘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假日或工作之餘，我會打電話給主管或是拜

訪他/她。 
1 2 3 4 5 6 7 

2. 我的主管會邀我與他/她一同吃午餐或晚餐。 1 2 3 4 5 6 7 

3. 對於對方的特殊日子(如生日)，我們雙方通

常會有所表示。 
1 2 3 4 5 6 7 

4. 我會主動與我的主管分享我的想法、問題、

需求與感覺。 
1 2 3 4 5 6 7 

5. 我會關心並能理解我主管的家庭與工作狀

況。 
1 2 3 4 5 6 7 

6. 當主管與人起衝突時，我一定會站在主管這

邊。 
1 2 3 4 5 6 7 

 

第二部份：本部份的題目是描述「您在工作上與

直屬主管的互動情形」請您依據您在工作中的真

實情況來作答，並在右邊欄位中(1 到 7)圈選出

您對這些敘述的同意程度。數字越大，表示您越

認同這些敘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的主管尊重我的工作。 1 2 3 4 5 6 7 

2. 我的主管尊重我在工作上提出的想法。 1 2 3 4 5 6 7 

3. 我的主管重視我在工作上的貢獻。 1 2 3 4 5 6 7 

4. 我的主管認同我的做事方法。 1 2 3 4 5 6 7 

5. 我的主管欣賞我在工作上的獨特貢獻。 1 2 3 4 5 6 7 

6. 我的主管重視我在工作團隊中的地位。 1 2 3 4 5 6 7 

7. 我願無條件服從我主管的命令。 1 2 3 4 5 6 7 

8. 即使不同意主管的作法，我還是會服從他的

決定。 
1 2 3 4 5 6 7 

9. 我會確實遵循主管的工作理念與做事方法。 1 2 3 4 5 6 7 

10. 我十分聽從主管的指示。 1 2 3 4 5 6 7 

 

- 請翻頁繼續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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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本部份的題目是描述「您在工作上對

直屬主管的一些看法或感受」請您針對下列敘述

進行評估。請在右邊欄位中(1 到 7)圈選出您對

這些敘述的同意程度。數字越大，表示您越認同

這些敘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的主管做決定時，不與我商量。 1 2 3 4 5 6 7 

2. 我的主管會使用職權與權力與我打交道。 1 2 3 4 5 6 7 

3. 我的主管不會過問我的意見。 1 2 3 4 5 6 7 

4. 我的主管會避免與我進行非工作的社交行為。 1 2 3 4 5 6 7 

5. 我不會反對主管的管理決策。 1 2 3 4 5 6 7 

6. 我的主管不會將重要任務託付給我。 1 2 3 4 5 6 7 

 

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1. □男性 2. □女性 

2. 您的年齡：_________歲 

3. 教育程度：1. □國小 2. □國中 3. □高中(職)  4. □大學(大專)  5. □博/碩士 

4. 您的工作性質是： 

    1. □ 生產           2. □ 業務 (含銷售、行銷企劃) 

    3. □ 工程 (含研究開發、品管)        4. □ 管理 (含人事、資訊、財務) 

 5. □ 後勤 (含物料、採購、客服、出貨)   6.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目前所服務的組織產業別是： 
 

1. □高科技電子業 2. □金融與保險業 3. □不動產業 4. □服務業 

5. □資訊與通訊傳播 6. □運輸與倉儲業 7. □住宿與餐飲業 8. □一般製造業 

9. □營造業 10. □其他( ______ )   

6. 您在該組織的職級：1. □基層員工 2. □基層主管 3. □中階主管 4. □高級主管 

7. 您在該組織的服務年資：_______年__________個月 

8. 請填寫您中文姓名的最後一個字：_______ 

  (這題的目的是讓主管與部屬的問卷能夠正確配對，結果絕對保密) 

9. 填答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查有無漏答的題項，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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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主管問卷 

 

主管問卷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本問卷，您的協助對本研究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這

是一份學術問卷，目的在於瞭解「您工作時的狀況、感受以及與部屬的互動」。 

本問卷為不記名填答，填答時間約十至十五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將絕對保

密，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並只作整體統計分析，不作個別分析，主管與部屬雙方絕

不會看到彼此的填答結果，請放心如實地填答。問卷中與部屬有關的題項請針對

將本問卷轉交給您的該位部屬進行填答。問卷的各個題項並無標準答案，請詳細

閱讀每一部分的答題說明，按照自己的想法或實際情況作答。填答完畢後，請您

協助檢查有無漏答，再將填好的問卷放入信封加以彌封，並於收到問卷的一週內

交回或寄給研究者(為求保密，請勿透過部屬轉交)。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您與我連絡！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祝您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工商組 

指導教授：吳宗祐 博士 

研究生：陳昱豪 敬上 

手機：09xx-xxx-xxx 

E-mail：xxxxxxxx@xxxxxx 

 

 

 

※請在此處填寫將問卷交給您之部屬的資料： 

這位部屬姓名的最後一個字(中文)：________性別：________ 

您與該部屬的共事時間：_______年________個月 

您平常與該部屬互動的頻率 (1 - 10分，分數越高表示頻率越高)：_________ 

(此部分目的是在分析上使主管與部屬的問卷能夠正確配對，結果絕對保密) 

 

(下一頁，問卷開始)  

編號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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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本部份的題目是描述「你對這位部屬工

作表現的看法」(這位部屬即是指「將問卷交給您

之部屬」)。請針對您指定評估的部屬為對象，在

右邊欄位中(1 到 7)圈選出您對這些敘述的同意程

度。數字越大，表示這些敘述越符合您的狀況。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對於影響組織的議題，這位部屬會向主管提出

建議。 
1 2 3 4 5 6 7 

2. 對於影響組織的議題，這位部屬會對主管提出

建言，並對主管發揮影響力。 
1 2 3 4 5 6 7 

3. 這位部屬會向主管表達他/她對工作議題的看

法，即使他/她的看法與主管不同而遭到反對，

他/她仍會表達這些看法。 

1 2 3 4 5 6 7 

4. 這位部屬會對主管提出有關工作專案的新想

法，或改變工作程序的建議。 
1 2 3 4 5 6 7 

5. 為了讓主管的工作有所改善，這位部屬會對主

管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1 2 3 4 5 6 7 

6. 這位部屬會直接向主管指出重複或不必要的工

作程序，並建議刪減。 
1 2 3 4 5 6 7 

7. 如果主管在工作中犯錯，這位部屬會直接指出

並協助其改正。 
1 2 3 4 5 6 7 

8. 這位部屬會試圖說服主管去改變那些對生產力

毫無幫助甚至適得其反的組織規章或政策。 
1 2 3 4 5 6 7 

9. 這位部屬會建議主管引進新的結構、技術或方

法來改善效率。 
1 2 3 4 5 6 7 

 

 

 

 

 

 

 

 

 

 

  

- 請翻頁繼續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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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0. 您的性別：1. □男性 2. □女性 

11. 您的年齡：_________歲 

12. 教育程度：1. □國小 2. □國中 3. □高中(職)  4. □大學(大專)  5. □博/碩士 

13. 您的工作性質是： 

    1. □ 生產           2. □ 業務 (含銷售、行銷企劃) 

    3. □ 工程 (含研究開發、品管)        4. □ 管理 (含人事、資訊、財務) 

 5. □ 後勤 (含物料、採購、客服、出貨)   6.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您目前所服務的組織產業別是： 
 

1. □高科技電子業 2. □金融與保險業 3. □不動產業 4. □服務業 

5. □資訊與通訊傳播 6. □運輸與倉儲業 7. □住宿與餐飲業 8. □一般製造業 

9. □營造業 10. □其他( ______ )   

15. 您在該組織的職級：1. □基層員工 2. □基層主管 3. □中階主管 4. □高級主管 

16. 您在該組織的服務年資：_______年__________個月 

17. 請填寫您中文姓名的最後一個字：_______ 

  (這題的目的是讓主管與部屬的問卷能夠正確配對，結果絕對保密) 

18. 填答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查有無漏答的題項，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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